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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民法官案件之證據調查，除採傳統「最佳證據原則」

（原件必要性原則）之外，為同時兼顧審判效率、減輕國民

法官負擔，於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中，將實務上向所承認、

以派生證據取代原始證據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之作法予以明文

化，而明訂「筆錄節本」與「『整合複數可為證據文書』之

文書」（即「綜合證據說明書」）兩種可作為實質證據使用

之派生證據態樣。 
其中，「綜合證據說明書」係師法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

上「統合偵查報告書」之作法；而該「統合偵查報告書」之

性質，復類似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所稱「summary 
evidence」（摘要證據）之概念。「統合偵查報告書」與

「摘要證據」在日、美各自立法體系脈絡下，均有其解釋適

用之依據。 
然而，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規範架構，與日本、美國原均

有差異，而我國於師法他國作法之際，未就「綜合證據說明

書」於我國法制下之定性及定位予以昭明，亦未釐清適用於

他國之作法，於我國是否亦有法律規範或理論基礎可資支

持，導致實務上就「綜合證據說明書」之內涵理解及實踐方

式各異，並就其記載內容發展出類型一即「記載『原始證據

內容摘整結果』」及類型二即「併載『原始證據足以證明之

不爭執事實（證據評價）』」兩種相異型態，且各類型均與

我國刑事訴訟既存架構體系迭生衝突。 
因此，本文爰梳理日本法、美國法各就證據調查所為之

相關規範及「統合偵查報告書」與「摘要證據」之內涵，以

比較法之觀點檢視我國「綜合證據說明書」之法規範本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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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實務所發展之兩種類型態樣於我國引發質疑之面向及原

因，並就我國以「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之規

範方式，提出具體修正建議。 

關鍵詞： 國民法官、證據調查、統合偵查報告書、摘要證據、

派生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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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riminal trials involving citizen judges, the “Best 
Evidence Rule” (Requirement of Original) is also applicable. 
However, in consideration of trial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the 
burden on citizen judges, practices recognizing secondary 
evidence as substantive evidence are explicitly sta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the Citizen Judges Act. Specifically, 
these rules establish two types of secondary evidence that can be 
used as substantive evidence: “excerpt of the records” and 
“documents containing multiple evidentiary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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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red to as “comprehensive evidence description documents”). 
The “comprehensive evidence description document” is 

modeled after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reports” in 
the Japanese saiban-in (lay judge) system. The nature of this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report” is similar to the concept of 
“summary evidence” as defined in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Rule 1006 i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the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report” and “summary evidence” have their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s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aiwan differs from that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n 
adopting practices from other countries, legislators in Taiwan 
have not clearly defined the nature of the “comprehensive 
evidence description document” within Taiwan’s own legal 
system, nor have they clarified whether the practices of other 
countries are applicable to Taiwan. This lack of clarity has led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evidence description document” in practice, 
resulting in two distinct types: Type I, which involves 
“summarizing the content of original evidence,” and Type II, 
which involves “incorporating undisputed facts that the original 
evidence is sufficient to prove (evidence evaluation).” Both types 
conflict with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aiwa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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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evidence rules and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reports” and 
“summary evidence.” Lastly, from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it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disputes surrounding the 
“comprehensive evidence description document” in Taiwan and 
proposes specific amendment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regulatory approach of using it as substantive evidence. 

Keywords: Citizen Judge, Evidence Investigation, Summary 
Evidence, Secondary Evidence, Substantive Evidence 

 



第38期 2024年8月 

198 

壹、前 言 

國民法官法於2020年7月22日三讀通過，於2023年1月

1日施行。國民法官法，採有別於現行刑事訴訟法之「卷

證不併送」制度，亦即檢察官起訴時不將卷宗及證物一併

送交法院，檢察官及辯護人於審理前亦均不提交證據於法

院，檢、辯雙方均在審理中，始將經法院以證據裁定認有

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之證據當庭提出調查，使法官及國

民法官1均藉由審判庭之審理活動同時接觸證據，並親自對

證據「眼見耳聞」形成心證，以貫徹直接審理、言詞審理

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 
我國刑事審判實務上，就證據調查素採「最佳證據原

則」，認法院之證據調查程序，應儘量以原始證據取代派

生證據，以符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原則之要求，惟亦承認

於當事人、辯護人就原始證據之存在及真正性、同一性俱

不爭執，且據以製作之派生證據足以準確反映原始證據內

容，而檢、辯雙方就該派生證據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之

情況下，得以派生證據替代原始證據，於審判期日作為實

質證據調查。此一般刑事訴訟實務上之原則及作法，於國

民法官案件上並無二致。 
基此，國民法官法為落實集中審理、促進審判效率進

行，以儘量減輕國民法官負擔之意旨，並兼顧證據調查程

                                                 
1  為行文簡潔，本文所稱「國民法官」，均包括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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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對公平正義維護、實體真實發現之保障，就文書證據之

調查，除採原始書證調查原則外，另於國民法官法施行細

則第158條、第157條，分別規定「書證節本」與「『整合

複 數 可 為 證 據 文 書 』 之 文 書 」 （ 下 稱 「 綜 合 證 據 說 明

書」）兩種派生證據類型，承認其於符合法定製作程式及

法定證據調查聲請程序之要件下，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

即得以「書證節本」或「綜合證據證明書」取代原始文書

證據，並以之作為證明待證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向法院

聲請調查，並同時撤回就原始證據之證據調查聲請，而無

須將原始證據於審判期日提出調查。也因此，在國民法官

案件訴訟程序裡，當事人及辯護人就文書證據之調查，即

有「原始書證調查」、「書證節本調查」、「綜合證據說

明書」等方式可供選擇。 
其中，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關於「綜合證據

說明書」之規範，係師法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統合偵

查報告書」之作法2；而該「統合偵查報告書」之性質，復

類似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第

1006條所稱「summary evidence」（摘要證據）之概念3。

                                                 
2  參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立法理由。 
3  「統合偵查報告書」性質上類似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所稱

「綜合證據」（本文譯為「摘要證據」）的概念，見文家倩，國民法

官法審判程序與證據法則──證據能力及證據調查關聯性、必要性之

審酌與課題 -3_5，月旦品評家，2021年 10月28日，https://www. 
angle.com.tw/media/Web/Video/ListDetailShow.aspx?iM=1&iS=52945&i
MG=3749&sS=Web（最後瀏覽日：2024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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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統合偵查報告書」與美國之「摘要證據」，在各

自立法體系脈絡下，均有其解釋適用之依據，且各於其本

國之裁判員審判、陪審團審判實務上，均已行之有年，而

運行無礙。然「綜合證據說明書」於我國國民法官審判實

務上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之適當性與否，卻時有爭議。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整體規範架構，與日本、美國原均

有差異，而我國於師法他國之際，並未就「綜合證據說明

書」之定性及其於刑事訴訟制度架構中之定位予以昭明，

導致實務上就「綜合證據說明書」之內涵理解及實踐方式

各異；此外亦未釐清適用於他國之作法，於我國恐未必有

法律規範或理論基礎可資支持，洵致我國國民法官案件實

務上，就「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記載內容及方式，產生類

型一即「記載原始證據內容摘整結果」及類型二即「併載

原始證據足以證明之不爭執事實（證據評價）」之兩種相

異型態，且各類型均與我國刑事訴訟既存架構體系迭生衝

突。 
基此，本文爰自我國國民法官法及其施行細則中，針

對文書證據之規範體系出發，探究我國「綜合證據說明

書」之規範文義及實務實踐，並梳理日本法、美國法各就

證據調查所為之相關規範及「統合偵查報告書」與「摘要

證據」之內涵，據此檢視我國「綜合證據說明書」於法規

範本身及實務所發展之前述兩種類型態樣上引發質疑之面

向及原因，並以比較法之觀點，就我國以「綜合證據說明

書」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之規範方式，提出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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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派生證據作為實質證據之規範 

我國刑事審判實務上，素採「最佳證據原則4」，認

法院之證據調查，應儘量以原本、直接的原始證據，取代

派生、間接的替代證據，而其目的，在使法院得以直接檢

視原始證據以形成心證、保障當事人清楚知悉證據內容，

及確保證據得直接呈現其本質5，此於國民法官制度上並無

不同。是以，我國國民法官案件中，關於「筆錄及其他可

為證據之文書」（以下統稱文書證據，並簡稱書證）之調

查方式，仍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之規定，以調查原始證據

為原則。 
此外，我國刑事審判實務上就文書證據之調查，亦參

考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2條6「最佳證據原則」（Best 
Evidence Rule，或稱「原件必要性原則（Requirement of 

                                                 
4  我國刑事審判實務上「最佳證據原則」之用詞，係參考自後述美國聯

邦證據規則第1002條「最佳證據原則」（Best Evidence Rule）而來。 
5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78號、第1479號刑事判決及110年度台上

字第3500號刑事判決，即均指出：「刑事審判上，有所謂『最佳證據

原則』，指法院應盡量以原本、直接的原始證據，取代以派生、間接

的替代證據調查證據。例如，對扣案兇刀，應盡量將之視為物證，以

提示命辨識等方式，取代以書證之扣押物品目錄表方式調查。最佳證

據原則之目的，在於法官得以直接檢視原始證據以形成心證、保障當

事人清楚知悉證據內容，及確保證據得直接呈現其本質（例如文件之

影本原則上均係忠實呈現原本內容此一本質；然槍枝之重量為何，則

無法由槍枝照片忠實呈現該本質）。」 
6  Fed. R. Evid. 1002. Requirement of the Original An original writing, 

recording, or photograph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prove its content unless 
these rules or a federal statute provides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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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及其例外規定：「為證明文書的內容，始

須提出文書之原本。且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

的科技方法，準確重製原本之文書複本，除原本之真正已

引起真正與否之問題，或容許複本代替原本有不公平之情

況外，複本與原本有相同的證據資格7」之作法，認於符合

前述要件之情形下，當事人不爭執或同意為證據者，亦得

以文書複本作為證據8，而承認以派生證據替代原始證據，

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之方式9。 
在國民法官制度下，為落實國民參與審判集中審理、

促進審判效率進行，以儘量減輕國民法官負擔之意旨，並

兼顧證據調查程序對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實體真實發現之保

障，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針對文書證據之調查，分別規定

「書證節本」與「『整合複數可為證據文書』之文書」

（「綜合證據說明書」）兩種派生證據類型，將我國刑事

審判實務上所承認之派生證據調查方式明文化，並規範其

具體操作流程，承認其於符合法定製作程式及法定證據調

                                                 
7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26號刑事判決。該段判決文字即係參考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1 (e)、1002、1003條之規範內容。 
8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9  另可參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45號刑事判決：「最佳證據原

則之目的，在於法官得以直接檢視原始證據以形成心證、保障當事人

清楚知悉證據內容，及確保證據得直接呈現其本質。從而，在不違反

該等目的之前提下，法官縱使僅調查替代證據，如無影響心證之形

成、該替代證據之真實性已獲確保而不影響當事人權益，及該替代證

據係忠實呈現原始證據之狀態，以替代證據取代原始證據調查，並無

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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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聲請程序之要件下，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即得用以取

代原始文書證據，並以之作為證明待證事實存否之實質證

據，向法院為證據調查之聲請。 
以下，即就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中，就「書證節本」

與「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規範內容，分論述之。 

一、派生證據之種類及要件：「書證節本」與「綜合

證據說明書」 

(一)書證節本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8條第1項、第2項：「檢察

官、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之筆錄及其他可為證據之文

書，雙方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者，得摘錄其部分內容並聲請

法院調查。」、「前項情形，應指明摘錄之具體範圍，並

移除或遮隱未聲請調查之部分。」即為「書證節本」之規

定。「書證節本」之法定要件為：1.檢、辯雙方就原始書

證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2.應指明摘錄之具體範圍，並移

除或遮隱未聲請調查之部分。 
是以，「書證節本」係法定有權製作之人，單純摘錄

原始書證內容之部分而製作之書面，不得濃縮、精簡或整

合原始書證之文字內容，而該「書證節本」無論係欲用以

證明爭執或不爭執事實，均可適用。至於未經摘錄並向法

院聲請調查之原始書證內容，即為「未經合法聲請調查」

之書證，不得於審判期日主張或調查。「書證節本」，實

即為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54條立法理由中所稱「僅就



第38期 2024年8月 

204 

『書證』之一部分聲請調查者，應具體指明其範圍」之具

體實踐方式之一。 

(二) 「『整合複數可為證據文書』之文書」（綜合證據

說明書）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1項：「檢察官、辯護

人或被告認為複數可為證據之文書10足以證明特定不爭執

事實，得整理、合併及簡化其內容後，作成整合其結果之

文書，並聲請法院調查之。」、第2項：「前項情形，應

載明被整合之原證據項目，且注意忠實呈現原證據足以證

明之事實，並不得記載當事人、辯護人雙方有爭執之證據

評 價 。 」 本 條 所 指 「 『 整 合 複 數 可 為 證 據 文 書 』 之 文

書」，依其立法理由所述，即為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所

使用之「統合偵查（搜查）報告書」之概念，於我國國民

法官訴訟實務上，亦稱「綜合證據說明書」。 
「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整合複數書證內容之文書，

其法定要件為：1.檢、辯雙方就被整合之原始文書證據，

其證據能力均不爭執11；2.應載明(1)「被整合之原證據項

                                                 
10  刑事訴訟法第165條之1第2項、國民法官法第75條所定「錄音、錄

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相類之證物可為證據者」，依刑事訴訟法第165
條之1第2項立法理由之說明，其性質為「準文書」，是亦非不得作為

「綜合證據說明書」所整合之原始證據，併予敘明。 
11  參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立法理由第2點。又國民法官法施行

細則第157條第1項係規定，得受整合之書證，需為「可為證據之文

書」，於作為認定嚴格證明事實所使用之實質證據之情況下，即係

「具證據能力之文書」。依司法院釋字第582號所稱：「所謂證據能

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法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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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亦即原始文書證據之證據名稱），以便查考其是否

確實為根據原始證據整合，及(2)忠實呈現「原證據足以證

明之事實」；3.不得記載當事人、辯護人雙方有爭執之證

據評價。依該條立法理由所示，「綜合證據說明書」取得

證據能力之基礎，即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所定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未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
條之4法定傳聞例外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期日同意

作為證據，經法院審酌該陳述作成當時之情況認屬適當

者，亦得作為證據之規定12。 
是以，「綜合證據說明書」係法定有權製作之人，就

複數檢、辯雙方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而可為證據之原始書證

內容，予以整併、簡化其內容後，記載其整合結果之書

面，並僅得用以證明檢、辯雙方不爭執之事實。其法定應

記載事項，包括「被整合之原證據項目」及「原證據足以

證明之事實」。且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2項後

段「不得記載當事人、辯護人雙方有爭執之證據評價」之

反面解釋，當事人、辯護人雙方均不爭執之證據評價，自

得記載於上；論者亦有認為，「特定證據評價如未經檢察

                                                                                                          
備之資格；此項資格必須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符合法定

程式，且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始能具備。」是以，原始證據倘受

證據法則所禁止或排除，且未符合任何例外規定，縱檢、辯雙方俱不

爭執，亦無從取得證據能力，而仍不得作為受整合之原始證據。 
12  是以，於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發布施行前，即有論者認為，日本之

「統合偵查報告書」於我國，原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製

作。參見邱鼎文，國民法官法法庭運作與問題解析，司法周刊，司法

文選別冊，2040期，2021年1月29日，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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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被告與辯護人爭執（如刀刃是否銳利、是否為兇器、

對人體是否具殺傷力⋯⋯等），則無妨記載於統合偵查報

告書內13。」 
另「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規範，應與國民法官法施行

細則第203條「調查書證使用之輔助說明資料」（下稱

「輔助說明資料」）予以區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03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得以簡報或其他適當

方式摘要證據內容並當庭展示以輔助其說明證據。」、第

3項規定：「第一項資料不得記載對證據之評價。但為當

事人、辯護人不爭執者，不在此限。」該條第3項立法理

由並說明「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如將其對證據之評價記

載於第一項資料上，則可能又有混淆『主張』與『證據』

之疑慮，是以第一項資料不得記載對證據之評價；惟另一

方面，該證據評價為當事人、辯護人所不爭執者，具體而

言，如檢察官以對照方式記載本案之不爭執事實與相關之

證據項目，只要被告、辯護人均不爭執，本於當事人進行

之原則，當無嚴格禁止之必要。」是以，當事人、辯護人

依該條所製作、用以輔助證據說明之簡報等資料，均非得

用以證明待證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且除當事人、辯護人

對於所載證據評價不爭執以外，該輔助說明資料上不得記

載對於證據之評價。 

                                                 
13  陳思帆，國民參與審判模擬法庭實務運作與子法規劃：以國民參與審

判案件的準備與審判程序為中心，司法周刊，司法文選別冊，2153
期，2023年4月21日，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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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通程序要件 

「書證節本」及「綜合證據說明書」之法定有權製作

之人，均包括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而非檢、辯一方專

屬權限。另上開兩種派生證據，均無法定格式或名稱之要

求，例如製作筆錄節本者，僅需表明其為「【某原始證據

名稱、某特定段落】之節本」即可，該節本並無可能、亦

無須以「筆錄」格式呈現；製作「『整合複數可為證據文

書』之文書」者，亦僅需表明其為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57條第1項所指文書即可，無庸拘泥於「綜合證據說明

書」或「統合偵查報告書」之用詞。 
再者，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3項、第4項

及第158條第3項 14之規定，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作成

「書證節本」或「綜合證據說明書」後，應即時依國民法

官法第53條、第55條之規定，向他造為證據開示，經當事

人表明同意以該「書證節本」或「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

實質證據後，即以之向法院為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法院審

酌後認為適當、並裁定其具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該

「書證節本」或「綜合證據說明書」即得於審理程序中提

出，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至第76條所定法定證據調查程序

                                                 
14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3項：「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作成第

一項之證據後，應即時開示予他造。」、第157條第4項：「當事人表

明同意第一項整合後之文書作為證據，經法院審酌後認為適當者，得

以之作為本案實質證據使用。」、第158條第3項：「第一項情形，準

用前條第三項至第五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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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調查15。 
此外，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5項及第158

條第3項之規定16，由於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根據原始證

據製作而成之「書證節本」或「綜合證據說明書」，本身

即為實質證據，而取代原始證據17，故倘檢察官、辯護人

或被告於「書證節本」或「綜合證據說明書」經法院裁定

准許調查後，認為已無再調查原證據之必要者，得撤回調

查原證據之聲請。而檢、辯僅以「書證節本」或「綜合證

據說明書」作為實質證據調查，並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即撤

回原始證據之證據調查聲請者，該原始證據即屬「於準備

程序終結前未聲請調查」之證據，於審判期日依法不得提

出於法院。 
而需併予說明者為，上開規定並非強制檢、辯就原始

證據「應」撤回其證據調查之聲請18，是倘原始證據業經

                                                 
15  如後所述，「綜合證據說明書」所整合之原始證據，或包括一般文書

證據（例如筆錄、書信），或包括用以替代物證之派生證據（例如證

物照片），是其調查程序應依整合內容呈現之證據本質為斷，分別或

兼採書證及物證之法定證據調查方式。相同見解可參見黃佳彥，1.陪
審制度及參審制度優劣比較之研究──以日本裁判員裁判制度之主張

明示義務與證據調查議題為中心；2.日本檢察審查會運作之實務研

究，法務部選派至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擔任訪問學者計畫公務出國報

告，2020年11月20日，頁76。 
16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5項：「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於第一

項證據經法院裁定准許調查後，如認為已無調查原證據之必要者，得

撤回調查原證據之聲請。」、第158條第3項：「第一項情形，準用前

條第三項至第五項之規定。」 
17  參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5項立法理由。 
18  惟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之規定，法院就證據之調查必要性有無，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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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具有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而檢、辯並未撤回

原始證據之證據調查聲請，則聲請調查證據之人仍應就該

原始證據，於審判期日踐行法定證據調查程序；惟若檢、

辯於審理中未就該原始證據提出調查，則該原始證據即屬

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依法仍不得逕行提出於法院。 
再者，以「書證節本」或「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實

質證據，於審判期日依法定證據調查程序予以調查者，聲

請人於證據調查完畢後，應依國民法官法第78條之規定向

法院提出之文書證據原本或複本，為該「書證節本」或

「綜合證據說明書」本身，而非其據以製作之原始書證。

是以，於前述檢察官、辯護人於審判期日依法不得提出原

始證據之情形，法院亦不得在並未職權裁定調查該原始證

據並踐行其證據調查程序之情況下，逕令檢察官、辯護人

或被告提出其未經聲請調查或並未提出調查之原始證據，

供法院附於審判卷宗作為實質證據之用。 
 

                                                                                                          
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第3項「證據風險與證據價值之權

衡」、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4項、第54條第3項及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

第156條「慎選證據原則」、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3項「證據調查必要

性一般性規範」等相關規定權衡判斷之權限。是於法院業已裁定准許

以派生證據替代原始證據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之情況下，針對相同待證

事實仍聲請調查原始證據者，該證據調查之聲請即有為法院依前述規

定裁定認無調查必要性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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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證據說明書」所得整合原始證據種類之 
檢討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實務上，曾見「綜合證據說明書」

所整合之原始證據，除一般文書證據外，尚包括物證（例

如「兇刀1把」）」、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主要為

證人筆錄）及被告自白19等。惟上開原始證據得否、宜否

或應否以「綜合證據說明書」予以整合，除涉及國民法官

法施行細則第157條之規範內容外，另涉及刑事訴訟基本

原則、國民法官制度本旨等面向，而應予分別看待。 

(一)整合原始物證？ 

我國刑事審判實務上之「最佳證據原則」，所稱應以

「最佳證據」（即原始證據）出證調查之證據，除文書證

據外，物證亦包括在內20。國民法官法第76條規定，「物

證」之法定證據調查方式，係由聲請人提示予國民法官法

庭等法定對象「辨認」，使之直接觀看、體察該物證之客

觀存在態樣，是物證原應以當庭提示原始證據調查為原

則，始符於直接審理原則之要求。 

                                                 
19  例如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國模重訴字第1號案件之「統合證據說

明書」，其所整合之原始證據除被告警詢及偵訊筆錄、證人警詢及偵

訊筆錄、現場照片、被害人屍體解剖照片、法醫研究所鑑定書、地方

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之外，另包括「13.花瓶碎片（物證A）」、

「14.長褲（物證B）」等物證。該案於審判期日中以「統合證據說明

書」進行證據調查之方式，可參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第1次實務

模擬法庭「審判程序筆錄1」，司法院，https://www.judicial.gov.tw/ 
tw/cp-2095-419202-f99aa-1.html（最後瀏覽日：2024年5月14日）。 

20  同前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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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1項亦規定，「綜合證

據說明書」所整合者，為檢、辯雙方不爭執證據能力之

「複數可為證據之『文書』」；其立法理由亦載明，於日

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統合偵查報告書』，亦即……

抽取複數書證（偵查報告書）之各自部分內容結合為一份

書證，……取代『原始書證』之調查。」是依上開規定，

我國「綜合證據說明書」所得整合之對象，僅限於「可為

證據之文書」；所欲取代者，則係「原始書證」。是以，

得整合於「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證據，應僅包括「原始書

證」，而不包括「原始物證」。因此，「綜合證據說明

書」內，當不得以「原始物證」（例如「兇刀1把」）為

其所整合之原始證據21。 
惟我國刑事審判實務上亦承認，「現行刑事訴訟法採

直接審理主義，依同法第164條第1項規定，相關犯罪之證

物以『提示實物』為原則，亦即原則上法院調查物證時必

須將實物顯現於審判庭，並使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

輔佐人辨認，始得採為判決之基礎。惟此項『提示實物』

原則僅於該證物之同一性發生爭議時，始有適用；若當事

                                                 
21  依司法院所出版「日本刑事裁判案例實務」之統合搜查報告書範例

（甲第11號證），其待證事實之一為「犯罪所用之兇刀形狀」，並摘

記兇刀之材質、長寬等資訊，而其所載原證據為「現場勘察筆錄」，

亦非逕載為「兇刀1把」。參見日本司法研修所刑事裁判教官室編

著，社團法人台灣日本刑事法研究學會（朱朝亮、吳秋宏、林俊言、

林裕順、張家維、陳貞卉、葉姿君）譯，日本刑事裁判案例實務，

2022年11月，別頁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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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證物之同一性並無爭議，或僅對其取得程序或證明力

有所爭執，則以其他替代實物之證據型態提示於審判庭，

乃非法所不許22。」是以，「綜合證據說明書」固不得逕

以「原始物證」為受整合之證據，惟於當事人及辯護人就

物證之客觀存在狀態暨其真實性、同一性俱不爭執，並均

同意以準確呈現物證客觀存在狀態之派生證據（例如勘察

報告、鑑定報告、照片）替代原始物證作為實質證據使用

之情況下，實務上向來承認得以該派生證據作為原始物證

之替代，是該具有證據能力之派生證據，當得依上開國民

法官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作為「綜合證據說明書」中受整

合之證據（亦即作為受整合之證據者，為該物證之派生證

據如勘察報告、鑑定報告或照片），即不待言。 

(二)整合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 

國民法官法第74條第1項及其施行細則第158條第1
項，針對書證之調查方式，係將「筆錄」與「『其他』可

為證據之文書」分列；國民法官法第74條第1項立法理由

並表示「本條為『書證』如何進行證據調查之方法」。是

依上開規定法條文義所示，筆錄當亦屬「可為證據之文

書」之一種。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1項，既明

訂得以「綜合證據說明書」整合之證據，為「可為證據之

文書」，解釋上自可認並未排除證人審判外陳述。我國

「綜合證據說明書」之立法參照對象亦即日本裁判員審判

                                                 
22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00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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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之「統合偵查報告書」，亦同樣未排除證人審判外

陳述得為受整合之原始證據23。雖如後述，與日本「統合

偵查報告書」及我國「綜合證據說明書」概念相類之美國

聯 邦 證 據 規 則 第 1006 條 所 定 「 摘 要 證 據 」 （ summary 
evidence），係規定得摘要之原始證據僅限「文書、錄音

或照片」，是實務上解釋認「證人證述」為該條法條文義

所明文排除，惟此與我國國民法官及其施行細則之規範脈

絡相異，尚無逕為比附援引而為相同解釋之必要。 
我國國民法官案件訴訟實務上，檢、辯雙方於「不爭

執事實」之證據調查階段，提出證人審判外陳述中關於不

爭執事實部分之筆錄內容予以調查之情況，並非罕見。

「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用以證明特定不爭執事實之證

據，倘整合證人陳述，確可達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之目的。

然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4條亦規定，「檢察官、

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應考量促進國民法官法庭之

理解，如欲以證人陳述證明重要待證事實者，宜以聲請傳

喚證人到庭詰問之方式調查之。」其立法理由指出，為達

成使國民法官於參與審判之有限期間內，在法庭上眼見耳

聞即足以理解之審理程序，檢察官、辯護人基於國民法官

法第52條第4項、第54條第3項「聲請調查證據，應慎選證

據為之」之要求，關於證人陳述之調查方式，原則當係以

「人」之證據方法進行調查，以避免法庭成為當庭檢視、

                                                 
23  黃佳彥，同前註15，頁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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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筆錄之場所，尚不能認係以法庭活動為中心之審理。

因此，縱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均不爭執證人審判外陳述

之證據能力，為使國民法官得以於審判庭上直接見聞其證

述而形成心證，仍以傳喚其到庭詰問之方式調查為宜。是

以，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欲以證人證述證明之不爭執事

實，倘係與本案犯罪事實及量刑有關之重要事實者，仍宜

審酌上開規定，斟酌是否以人證優先於「綜合證據說明

書」之方式為證據調查聲請，以符國民法官制度之目的。 
此外，因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8條，業已明文承

認得以「筆錄節本」作為實質證據，是檢、辯欲以證人審

判外筆錄證明不爭執事實者，實亦可優先採取「筆錄節

本」之證據調查方式為之，俾忠實還原證人筆錄中關於不

爭執事實之完整證述內容及脈絡，並簡省檢察官、辯護人

摘整證人筆錄內容記載於「綜合證據說明書」之勞費。 

(三)整合被告自白？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固訂有得以「綜合證據

說明書」作為實質證據之規定，惟對其記載方式、範圍並

無任何說明或指引，導致實務上就「綜合證據說明書」之

內涵理解及實踐方式各異。如本文「肆、『綜合證據說明

書』之爭議問題」所述，我國國民法官案件實務上之「綜

合證據說明書」內容態樣可分為兩種類型，類型一係「記

載原始證據內容摘整結果」、類型二係「併載原始證據足

以證明之不爭執事實（證據評價）」，不同類型態樣，即

影響「綜合證據說明書」得否整合被告審判外自白筆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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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 
類型一「記載原始證據內容摘整結果」之「綜合證據

說明書」，其內容性質上等同於對複數原始證據客觀內容

之綜合說明，本身實為「原始證據客觀存在內容」之自

證，其目的僅在作為原始證據之等效替代。是以，「綜合

證據說明書」作為獨立之實質證據，倘以被告歷次警詢、

偵訊自白筆錄作為該份「綜合證據說明書」中唯一被整合

之原始證據，其所載足以證明之事實即為「被告審判外自

白內容」，而以該份「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被告歷次審

判外筆錄自白內容之等效替代，至該份性質上即等同於被

告自白之「綜合證據說明書」，其於審理中之證據調查順

序及補強證據必要性之要求，悉與被告自白相同，則尚不

致有所爭議。 
然類型二「併載原始證據足以證明之不爭執事實（證

據評價）」之「綜合證據說明書」，其除摘整被整合之複

數原始證據內容外，一併記載原始證據經個別或綜合證據

評價後所足以證明之「不爭執事實」。於類型二之「綜合

證據說明書」中整合被告之自白者，在被告自白之證據調

查順序及補強證據必要性之要求上，即均有於法相違之

虞，以下分別論述。 

1.被告自白之調查順序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3規定：「法院對於得為證據之

被告自白，除有特別規定外，非於有關犯罪事實之其他證

據調查完畢後，不得調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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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亦規定：「法院擬定證據調查次序，宜注意就被訴事實

訊問被告，或調查得為證據之被告自白，應於有關犯罪事

實之其他證據調查完畢後為之。」是以，法院對於得為證

據之被告自白，原則應於有關犯罪事實之其他證據調查完

畢後始得為之，此為法所明定。 
以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替代包括被告自白筆錄

在內之原始證據，作為實質證據聲請調查，並撤回原始證

據之證據調查聲請者，審判期日證據調查之對象，固係檢

察官、辯護人於審判外所為、經當事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

而符合傳聞例外之「綜合證據說明書」，而已非原始證據

（如「被告自白筆錄」），然該「綜合證據說明書」既係

整合有被告自白筆錄在內，此部分內容性質上自仍屬「被

告 自 白 」 ， 非 得 僅 因 證 據 調 查 客 體 為 「 綜 合 證 據 說 明

書」，即令該屬被告自白本質之內容遁入「符合傳聞例外

之陳述書面」性質之中，而予以忽視。 
然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6條第1項規定：「檢

察官、辯護人或被告得依爭點整理之結果，先以雙方不爭

執證據能力之必要證據證明不爭執事實，再調查其他證

據。」依施行細則該條項關於審判期日證據調查順序之建

議，以及國民法官案件實際運作經驗，檢、辯用以證明不

爭執事實之證據，包括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在內，

通常係於審理之初即提出調查，以建構各自主張之本案事

實背景。於此情形下，針對整合「被告自白筆錄」在內之

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所為證據調查程序，倘依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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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之建議及實務運作之慣習，於審判之初調查證明

不爭執事實之證據時即提出調查者，恐即有違反刑事訴訟

法第161條之3之規定，致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之虞24。 
況且，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所整合之原始證

據，除被告自白以外，通常亦包含其他足以證明同一不爭

執事實之文書證據。由於複數證據經整合之內容同時並存

於同一份「綜合證據說明書」中，則其中屬「被告自白」

性質之部分，既係與其他原始證據內容合併而同時出現，

則更無從落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3所定「對於得為證據

之被告自白，於有關犯罪事實之『其他證據』調查完畢

『後』，始為調查」之要求。是縱僅以類型二「綜合證據

說明書」本身觀之，亦恐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3規

定之虞。 

2.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必要性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

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

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所謂「自白」，係指被

                                                 
24  筆者於2023年3月間參與司法院112年度日本裁判員制度考察，法政大

學大學院法務研究科水野智幸教授表示，在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

因「統合偵查報告書」係用以證明不爭執事實，故在審理程序最初即

會提出調查，是若法律有被告自白必須於有關犯罪事實之其他證據調

查完畢後才能調查之規定，於「統合偵查報告書」中放入被告自白，

即有違反法律規定之疑慮。參見彭幸鳴、陳信旗、林勇如、邱鼎文、

李昭然、黃湘瑩、游涵歆、林蕙芳、馮俊郎、陳宏瑋、林永村、李承

曄、黃厚滋、吳旻玲，司法院112年度考察日本裁判員制度（第三

團）考察報告，2023年6月，頁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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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對自己犯罪事實全部或一部為肯定供述之意25」。是

以，被告自白縱得作為證據，仍應有補強證據之佐證，始

得據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存在，而該「補強證據」，自需為

獨立於被告自白以外之其他證據，原不待言。 
而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4項之規定，「綜

合證據說明書」本身即可獨立作為證明特定不爭執事實之

實質證據。因此，在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中所載原

證據足以證明之事實，倘即為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

載、而為被告所不爭執之「客觀犯罪事實」（亦即被告自

白之犯罪事實），於「被整合之原證據項目」中，所羅列

之原始書證復包括被告自白在內；而檢察官就該特定不爭

執事實之證明，又係以「綜合證據說明書」此一獨立實質

證據作為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則該證明方式即無異於實

質上產生「以被告自白補強被告自白」之效果，而亦有違

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之

情。 
基此，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所整合之原始證據

種類，當不應包括被告之自白，以杜爭議。 
 

                                                 
25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7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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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美國「證據摘要書面26」

相關規範與實務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關於「綜合證據說明

書」之規範，其立法理由說明「依日本實務見解，此統合

偵查報告書性質上屬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所規定檢察

官及被告同意之書面，依法得為證據。」是我國「綜合證

據說明書」，實係師法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統合偵查

報告書」之作法。論者亦指出，該「統合偵查報告書」性

質上即類似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所稱「summary 
evidence」（摘要證據）之概念27。日本之「統合偵查報告

書」與美國之「摘要證據」，在檢、辯雙方均不爭執其證

據能力之情況下，於刑事訴訟程序上亦均可作為實質證據

使用。 
我國透過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之規定，引入

在日本裁判員及美國陪審團審判程序中分別常見之前述概

念，明文規範「綜合證據說明書」之作法。惟無論於國民

法官法正式施行前之全國模擬法庭經驗中，或國民法官法

制度正式施行後之真實案件裡，檢察官或辯護人製作「綜

合證據說明書」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之情況仍屬稀少，且就

以「綜合證據說明書」於刑事訴訟舉證上之適當性，亦迭

                                                 
26  本文以「證據摘要書面」，統稱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之「統合偵查

報告書」、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之「摘要證據」。 
27  同前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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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爭議。 
為透過日本法及美國法上關於「統合偵查報告書」及

「摘要證據」之規範邏輯，釐清我國「綜合證據說明書」

於法規範及實務運作上引發質疑之原因，並就我國採納

「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之作法，應如何修

正現行規範及操作方式以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制架構，提

出具體建議，以下爰就日本法上之「統合偵查報告書」、

美國法上之「摘要證據」暨與之相關之證據法則規範內容

為說明，並比較日本、美國與我國之差異，以為討論之基

礎。 

一、日本法之「同意書面」、「合意書面」與「統合

偵查報告書」 

日本刑事訴訟制度上，針對文書及供述證據之調查，

有以「同意書面」、「合意書面」，及於實務上發展而出

之「統合偵查報告書」作為實質證據而為調查之規範及作

法。以下分述各類型證據之意義。 

(一)同意書面 

「同意書面」，規定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28第1

                                                 
28  刑事訴訟法第326条：「検察官及び被告人が証拠とすることに同意

した書面又は供述は﹑その書面が作成され又は供述のされたときの

情況を考慮し相当と認めるときに限り﹑第三百二十一条乃至前条の

規定にかかわらず﹑これを証拠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被告人が出

頭しないでも証拠調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場合において﹑被告人が出

頭しないときは﹑前項の同意があつたものとみなす。但し﹑代理人

又は弁護人が出頭したとき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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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檢察官及被告同意作為證據之書面或陳述，以審酌

其書面或陳述所作成之情況，認為相當者為限，得不受第

321條至前條規定 29之限制，得為證據。」同條第2項規

定：「於被告未到庭而得調查證據之情況，倘被告未到

庭，視為有前項同意。但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庭時，不在此

限。」依該條之規定，未符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1條至第

325條傳聞法則例外而原應排除之傳聞書面或陳述，倘檢

察官及被告均同意其作為證據使用，該書面或陳述即得取

得證據能力。至於該「同意」之性質，學界及實務上則有

不同看法，有認為此為「對質詰問權之放棄」，故同意方

不得再對該書面或陳述之證據證明力為爭執30；有認此係

具有「賦予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意義，而並未排除

                                                 
29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1條至第325條，係傳聞法則例外之相關規定。 
30  日本學者岡田悦典指出，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同意」之本質，

為反對詰問權之實質放棄，同意方之當事人不得對該書面或陳述之證

明力為爭執。然而，針對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之「同意」，仍同

時保留對於證據證明力為爭執之權利，此向為實務上之作法，學界亦

理解此作法有其重要性，而從僅係賦予該書面或陳述證據能力之角度

予以理解此種同意之性質（「326条の同意の本質は﹑反対尋問権の

実質的放棄にあり﹑同意した当事者はその書面または供述の証明力

を争いえない。」、「しかし﹑326条の同意については﹑証明力を争う

ことを留保しつつ﹑同意をするという実務がなされてきて﹑学説も

その実務にやはり重要な意味があると理解し﹑証拠能力を付与する

という意味で同意の性質を理解しようとしてきた。」）。岡田悦典，

統合捜査報告書と合意書面，[特集]公判弁護技術としての証拠法  
──裁判員裁判を契機として変わるか，季刊刑事弁護，70号（通巻

70号），2012年4月10日，頁25。 



第38期 2024年8月 

222 

當事人對於該同意書面證據證明力之爭執31。而學者亦指

出，對於公訴事實無爭執之自白案件，檢察官聲請之證據

書狀全部會作為此項同意書面而被採用32。 

(二)合意書面 

「合意書面」，規定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7條33：

「檢察官與被告及辯護人，針對文書內容或於審判期日預

定供述之內容達成合意，並記載於書面，向法院提出者，

則該書面可為證據，而無須調查該文書或應供述之人。於

此情形，並未排除得對於該書面爭執其證明力34。」是於

符合該條要件之情形下，該「合意書面」即得取得證據能

力，而作為實質證據使用。日本學者有謂此為「美國法所

                                                 
31  參見吳秋宏，日本刑事證據法則之理論與實務，日新法律半年刊，7

期，2006年11月，頁160。 
32  三井誠、酒巻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日本刑事程序法入門，2021

年1月，頁258。 
33  刑事訴訟法第327条：「裁判所は﹑検察官及び被告人又は弁護人が

合意の上﹑文書の内容又は公判期日に出頭すれば供述することが予

想されるその供述の内容を書面に記載して提出したときは﹑その文

書又は供述すべき者を取り調べないでも﹑その書面を証拠とするこ

とができる。この場合においても﹑その書面の証明力を争うことを

妨げない。」 
34  日本學者岡田悦典指出，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7條之規定，形式上是

反對詰問權之放棄，但保留通過其他方式審查該供述真實性的權利

（327条の合意は形式的には反対尋問権の放棄であるが﹑証人その

他の供述者を反対尋問する権利は放棄するものの﹑その他の方法に

よって供述の真実性を吟味する権利を留保している。）岡田悦典，

同前註30，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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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來的制度35」，而來自於美國證據法上「Stipulation36」。 
日本實務上，為「拓展合意書面之適用範圍，不僅是

供述內容，即便是記載著應被認定事實本身之合意書面亦

被 容 許 37 」 ， 而 雖 「 合 意 書 面 」 與 後 述 美 國 法 上 之

「Stipulations of Fact」（合意事實）不同，「合意書面」

並未排除當事人對其證據證明力之爭執，然當事人倘就合

意書面所記載之內容有所爭執，原無達成合意之可能。是

以，「不難發現，當事人一旦合意，合意書面之實際功

能，即如同已經達成接近事實之合意。換言之，合意書面

之合意，其效果看似無法強制法院為一定事實之認定，然

合意書面所呈現出之事實，只要在無反對證據出現之前提

                                                 
35  三井誠、酒巻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前註32，頁259。 
36  日本學者岡田悦典引用學者江家義男，刑事証拠法の基礎理論，訂正

版，1955年，頁156-157註2之意見，認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7條之合

意書面，有係來自於美國證據法「訴訟上的合意（Stipulation）」之

說法，但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之同意書面，其實也為英、美法下

的上開合意所含括（刑訴法327条の合意は﹑アメリカ証拠法におけ

る「訴訟上の合意（Stipulation）」に由来すると言われる。ただし﹑

わが国の326条による同意も﹑英米法におけるこの合意の中に含ま

れているとされている。）岡田悦典，同前註30，頁25。 
37  黃朝義，同意證據與合意書面，警政論叢，19期，2019年12月，頁

10。黃朝義於該文頁10（註15）中，就此段引文內容表示係例如杉本

宗久，合意書面を活用した「動かし難い事実」の形成──裁判員制

度の導入を見据えて，收於：小林充先生‧佐藤文哉先生古稀祝賀刑

事裁判論集下巻，2006年，頁689-690；另於該文頁10本文中，就此

段引文內容表示此「蓋因只要屬於實際存在之人得以供述之內容事

實，即便是記載著未特定供述人之事實，在合意前提下亦被容許的。

其結果，儼然如同記載著事實本身合意之同樣書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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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推定即可依該證據認定事實38。」 
「合意書面」係由雙方共同作成，解釋上並應由雙方

共同聲請調查39，故較耗費檢、辯之勞力時間40。而由於合

意書面之使用，實則以使用同意書面即可達到目的41，且

日本實務多運用「統合偵查報告書」進行調查42，故「合

意書面」在實務上使用之情況反極為少見43。 

(三)統合偵查報告書 

「偵查報告書」，係日本實務對於偵查機關於偵查階

段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證人筆錄、勘察報告、鑑定報告等

書面資料之總稱44；而「統合偵查報告書」，即為整合、

整理前開供述、非供述證據之內容，而記載其要旨之書 

面45。「統合偵查報告書」為日本裁判員案件實務所發展

的舉證方法46，其目的在簡化證據，節省調查證明不爭執

事實之證據所需時間47。 

                                                 
38  同前註，頁11。 
39  邱鼎文，同前註12，頁29。 
40  同前註，頁28。 
41  三井誠、酒巻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前註32，頁259。 
42  邱鼎文，同前註12，頁28。 
43  三井誠、酒巻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前註32，頁259；邱鼎

文，同前註12，頁28。 
44  李信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50週年學術研討會書面與談意見，收於：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5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23年6月，頁204-
205。 

45  同前註，頁205。 
46  邱鼎文，同前註12，頁27。 
47  同前註，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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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偵查報告書」之製作，係針對檢、辯雙方不爭

執之事實 48，檢察官將勘驗筆錄、勘察報告、診斷證明

書、現場照片等書證，加以統整，並提供予辯護人確認，

由辯護人適當提供修正意見後，檢察官再據此修正內容，

雙方往復確認，最後於雙方均同意統整內容之情況下，檢

察官即以其所製作、用以證明特定不爭執事實之「統合偵

查報告書」作為實質證據，向法院為證據調查之聲請49。

「統合偵查報告書」屬傳聞證據之一種，因檢、辯雙方均

同意其作為證據，而依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傳聞法則

例外之規定，取得證據能力50，是其證據能力取得基礎，

與「同意書面」相同。而「合意書面」與「統合偵查報告

書」之主要差別為是否在證據名稱強調當事人自主合意，

二者實質內涵應無甚大差異之處51；學者亦認為，統合偵

查報告書實質上發揮了與合意書面相同的功能52。 
而「統合偵查報告書」所整合之原始證據，包括但不

限於下列種類：(一)筆錄以外之書證；(二)筆錄；(三)現場

                                                 
48  典型例子為殺人案中關於死亡時間、場所、死因、犯罪現場狀況、遺

體被發現時的狀況、被告於犯行後的行動等，見黃佳彥，同前註15，
頁75。 

49  彭幸鳴、陳信旗、林勇如、邱鼎文、李昭然、黃湘瑩、游涵歆、林蕙

芳、馮俊郎、陳宏瑋、林永村、李承曄、黃厚滋、吳旻玲，同前註

24，頁213。 
50  邱鼎文，同前註12，頁27。 
51  陳思帆，同前註13，頁18（註29）。 
52  三井誠、酒巻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前註32，頁259；岡田悦

典，同前註30，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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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筆錄與其圖面、照片53。而「統合偵查報告書」亦可

依其所證明之不爭執事實，分別製作多份，例如「犯罪的

日時及影像」、「負傷狀況」、「本案犯行前的時序表」

等 54。至其製作原則，日本「裁判員裁判之檢察基本方

針」（裁判員裁判における検察の基本方針）指出，應

「1.就原始證據內容的抽取應正確，不缺漏重要且必要的

證據；且為了讓辯護人得檢證證據的正確性，以及裁判

【主】體得正確理解證據的價值，須明記所記載內容是出

自於哪一部分的原始證據；2.記載內容不應摻雜製作者的

意見與臆測；3.且不應過度整理證據內容，避免記載內容

失真55。」 

二、美國法之Stipulation（合意）與Summary 
Evidence（摘要證據） 

(一)Stipulation（合意） 

美國刑事訴訟程序中，檢、辯雙方關於證據調查，有

「 Stipulation 」 （ 合 意 ） 之 概 念 ， 其 又 有 「 Stipulated 
Testimony」（合意證詞）及「Stipulations of Fact」（合

意事實）之分。「合意證詞」，係指檢、辯對於證人倘嗣

                                                 
53  整理自邱鼎文，同前註12，頁27。 
54  陳思帆，法官學院111年第5期國民法官制度研習──子法大補帖

(五)，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從準備程序到證據的調查）課程投影

片，法官學院研習課程，司法院e學網，2022年10月13日，頁117，
http://elearning.intraj/（最後瀏覽日：2024年4月26日）。 

55  黃佳彥，同前註15，頁77。引文中「裁判【主】體」之【主】為筆者

所增加，而為原文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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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理中經傳喚到庭作證，則其證述內容將係為何一節，

雙方達成合意；「合意事實」，係指檢、辯對於案件中特

定事實之存在，均不爭執而達成合意，則負舉證責任之一

方，就此事實即毋庸再提出證據證明56。一旦雙方達成上

述合意，該合意原則上即對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產生拘

束力。而法院亦會對陪審團，作出如何評價各該合意內容

之指示。 
以美國聯邦第九巡迴法院刑事陪審團指示（Manual of 

Model Criminal Jury Instructions）為例，即分別就「合意

證詞」及「合意事實」訂有相關陪審團指示內容。其中，

「2.2 STIPULATED TESTIMONY」指示內容指出，「當

事人已經同意，【證人姓名】如被傳喚為證人，則其證詞

內容將為何。您必須將該證詞，視為如同該證人到庭作證

時所述內容一樣看待 57。」該條評註（Comment）並說

明，「當事人合意證人將為何種證述內容，與合意該證人

證 述 的 內 容 可 能 為 真 ， 係 屬 二 事 58 。 」 而 「 2.3 
STIPULATIONS OF FACT」之指示內容指出，「當事人

                                                 
56  § 2:26. What is a “stipulation” instruction?, R. E. LARSEN, NAVIGATING 

THE FEDERAL TRIAL § 2:26 (2023 ed.) (database updated August 2023) 
(“A stipulation on witness testimony recounts what a person would say if 
called to testify at trial, and acts as a substitute for that testimony; while a 
stipulation on factual matters states that certain facts are undisputed by the 
parties, and therefore they require no additional proof at trial.”).   

57  Ninth Circuit Jury Instructions Committee, Manual of Model Criminal 
Jury Instructions for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Ninth Circuit (2022 ed.) 
(Last Updated December 2023) (2.2 STIPULATED TESTIMONY).   

58  Id. (Comment of 2.2 STIPULATED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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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向您陳明的特定事實，已有合意。這些事實，現在即

已最終確認59。」該條評註並說明，「當一個關於關鍵事

實的合意，在公開法庭、於被告面前被作出紀錄，並且為

被告所委任的辯護人所同意，則事實審法院可以合理推定

被告對合意的內容已有認識，並且透過他的辯護人表示同

意。除非刑事被告在合意作成當時提出反對，否則其原則

上受到該合意之拘束60。」 
是在「合意證詞」之情形下，陪審團必須將該證詞內

容視為證人審判中證述一般看待，但對於該證詞證明力，

仍由陪審團自行認定61。而在「合意事實」之情形下，陪

審團必須將檢、辯雙方合意之事實，視為已被證明62而存

在，此種合意使對於該事實負有舉證責任之一方，無須再

提出實質證據以證明該事實63，然陪審團仍應將該事實與

其他證據綜合評價，以作出本案裁決64。 

(二)Summary Evidence（摘要證據）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規定，「就數量龐大而不

                                                 
59  Id. (2.3 STIPULATIONS OF FACT). 
60  Id. (Comment of 2.3 STIPULATIONS OF FACT). 
61  See supra note 56. 
62  Judicial Committee on Model Jury Instructions for the Eighth Circuit, 

Manual of Model Criminal Jury Instructions for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Eighth Circuit (2023 ed.) (2.03 STIPULATED FACTS). 

63  73 AM. JUR. Stipulations § 17, Westlaw (2nd ed. database updated 
February 2024).  

64  23 AM. JUR. PL. & PR. FORMS Stipulations § 72, Westlaw (database 
updated Marc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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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於法庭上檢視之文書、錄音或照片之內容，得以提出摘

要、圖表或計算結果之方式證明之。其原本或複本，應於

合理之時間、地點，提供與其他當事人檢閱或／及複製。

法院亦得命於法院提出該原本或複本65。」而該規則提案

諮 詢 委 員 會 之 說 明 （ Notes of Advisory Committee on 
Proposed Rules）則提到，「就數量龐大的文本、紀錄或

文件所製作之摘要予以承認，提供了這些內容得以向法院

和陪審團提出的唯一可行途徑。本規則在適當的保障措施

下，承認此作法66。」而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之規

定，即為「最佳證據原則」之例外，依該條規定所製作之

「 摘 要 證 據 」 ， 係 作 為 其 所 據 以 製 作 之 基 礎 證 據

（underlying documents）之替代，並作為實質證據 67使

用。此外，由於該項「摘要證據」本身即為實質證據，故

該摘要證據所據以製作之大量基礎證據，無須提出於法庭

                                                 
65  Fed. R. Evid. 1006. Summaries to Prove Content 
 The proponent may use a summary, chart, or calculation to prove the 

content of voluminous writings, recordings, or photographs that cannot be 
conveniently examined in court. The proponent must make the originals or 
duplicates available for examination or copying, or both, by other parties 
at a reasonable time and place. And the court may order the proponent to 
produce them in court. 

66  Fed. R. Evid. 1006. Notes of Advisory Committee on Proposed Rules 
 The admission of summaries of voluminous books, records, or documents 

offers the only practicable means of making their contents available to 
judge and jury. The rule recognizes this practice, with appropriate 
safeguards. 4 Wigmore § 1230. 

67  United States v. Smyth, 556 F.2d 1179, 1184 (5th Cir.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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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為證據68，否則該條規定之目的及效果即會喪失（惟

該 條 規 定 亦 未 禁 止 當 事 人 仍 將 原 始 證 據 提 出 於 法 院 調  

查69）。而由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明文規範所

得摘要之基礎證據僅包括文書、錄音或照片，故排除證人

證詞70。 
而欲該當於符合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規定、得以作

為實質證據使用之「摘要證據」，其要件如下： 
1.作為基礎證據之文書、錄音或照片，需「數量龐大

而不便於法庭上檢視71」：有鑑於此規則之立法目的，係

在為數量過於龐大，以致於不便72在法院上提出之證據，

                                                 
68  E.g., United States v. Bakker, 925 F.2d 728, 736-37 (4th Cir.1991), United 

States v. Janati, 374 F.3d 263, 273 (4th Cir. 2004). 
69  § 15:14. Substantive evidence or illustrative/demonstrative aid?, 3 

Wharton’s Criminal Evidence § 15:14 (15th ed.). 
70  See § 8043 Scope, 31 Fed. Prac. & Proc. Evid. § 8043 (2d ed.) 

(“Moreover, Rule 1006 only authorizes summaries of writings, recordings 
and photographs. It has no application to summaries of other forms of 
evidence, such as testimony.”), and § 10:34 Charts and summaries of 
voluminous material, 5 Federal Evidence § 10:34 (4th ed.) (“Rule 1006 
does not authorize summaries of oral statements, or of anything that is not 
embodied in more-or-less permanent form, as suggested by the phrase 
‘writings, recordings, or photographs.’”). See also James Lockhart, 
Annotation, Admissibility of Summaries or Charts of Writings, Recordings, 
or Photographs under Rule 1006 of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198 
A.L.R. FED. 427 (2004). 

71  Emilia A. Quesada, Summarizing Prior Witness Testimony: Admissible 
Evidence, Pedagogical Device, or Violation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24(1) FLA. ST. U. L. REV. 161, 163 (1996).  

72  惟本規則並不要求基礎證據需數量龐大至「事實上無法提出」於法

院，參見United States v. Scales, 594 F.2d 558, 562 (6th Cir.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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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其呈現於法庭上之唯一可行方式，故受摘要之基礎證

據需為「數量龐大而不便於法庭上檢視」者，例如超過

200小時之廣播磁帶73、20小時之對話錄音74。 
2.該基礎證據必須可作為證據使用：若該「摘要證

據」所憑之基礎證據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例如屬於傳聞證

據，且未符合任何傳聞法則例外），則該摘要亦不得作為

證據75。 
3.基礎證據之原件或複本應於審判前76之合理時間、

地點，提供與其他當事人檢閱或/及複製：其目的在提供對

造有爭執該「摘要證據」內容機會。 
4.該摘要必須精確反映原始證據之內容：由於「摘要

證 據 」 係 作 為 基 礎 證 據 之 替 代 ， 故 應 以 「 精 確 且 無 偏  

見77」之方式為摘要，亦即該摘要必須精準、正確且不具

誤導性78。而此也同時表示，該摘要證據上之資訊需「未

經提出者以其所得出之結論或推論進行修飾或註解，無論

是以標記、標題、醒目技術或其他方式呈現 79」，否則

「包含辯論元素的摘要，可能造成陪審團在評議室中觀看

                                                 
73  See United States v. Bakker, 925 F.2d 736. 
74  United States v. Gorel, 622 F.2d 100, 106 (5th Cir. 1979). 
75  § 1006:1 Rule 1006: summaries to prove content, 8 Handbook of Fed. 

Evid. § 1006:1 (9th ed.).  
76  Id. 
77  E.g., United States v. Bray, 139 F.3d 1104, 1110 (6th Cir. 1998); Gomez 

v. Great Lakes Steel Div., Nat. Steel Corp., 803 F.2d 250, 257 (6th Cir. 
1986). 

78  See United States v. Bray, 139 F.3d 1110. 
7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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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摘要時，該摘要等同於提出者所做的小總結80。」由於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之「摘要證據」被提升至實質

證據之地位，故其內容必須排除辯論性事項，以免陪審團

認為該辯論性事項就是該主張本身之證據81。 
而 「 摘 要 證 據 」 之 性 質 ， 並 應 與 「 教 學 性 工 具 」

（pedagogical devices）區分。「『教學性工具』係指以

黑板、掛紙白板或繪圖等類似方式呈現之資訊，而(1)用以

總結或說明文件、錄音或審判中證述等已被接受作為實質

證據使用之證據；(2)本身並不被接受為實質證據；(3)可

以在某種程度上，以標題、其他組織方式或描述，反映提

出者基於基礎證據所為之推論或結論 82。」「教學性工

具」，旨在組織或協助陪審團審視已經允許作為實質證據

使 用 之 證 據 ， 故 其 性 質 更 像 針 對 實 質 證 據 所 為 之 「 辯

論」，並通常用於總結83，其本身並不允許作為「實質證

據」使用。 

三、日本、美國及我國法之比較 

(一)日本法「同意書面」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之「同意」，兩者法律效果未盡相同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之「同意」，與我國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之「同意」規定相似，均在使不符法定傳

                                                 
80  Id. 
81  See supra note 67, at 1184 n. 12. 
82  See United States v. Bray, 139 F.3d 1111.  
83  United States v. Paulino, 935 F.2d 739, 753 (6th Cir. 1991). 



國民法官案件之書證調查 

233 

聞例外規定之傳聞證據，得因當事人及辯護人之同意而

「得為證據」，取得證據能力。惟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
條「同意」之性質，依學界看法，其本質即係對質詰問權

之實質放棄，且同意方即不得再就該傳聞陳述之證據證明

力為爭執（惟實務運作上，檢、辯雙方仍多以保留對證據

證明力爭執權利之方式而為該條之「同意」）。而我國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法條文義及實務運作，則均認該條

規定僅係透過當事人之同意，使不符法定傳聞例外之傳聞

證據取得證據能力，而未曾認此等「同意」即產生令當事

人對該證據證明力不得再行爭執之效果，是以，我國刑事

訴訟法之上開規定，本質上並未排除當事人對該具有證據

能力之傳聞陳述內容爭執其證明力之權利。 

(二)日本法及美國法上之「合意」概念，為我國所未採 

就前述日本法及美國法之比較觀之，日本與美國所採

用之「合意」概念（日本法上之「合意書面84」，及美國

法上之「合意證詞」、「合意事實」），均未為我國刑事

訴訟制度所採。 
日本法之「合意書面」及美國法之「合意證詞」，均

承認檢、辯對於證人倘嗣於審理中經傳喚到庭作證，則預

定證述內容將係為何一節，倘雙方達成合意，則該經合意

之證詞內容，即可作為實質證據使用。惟無論是日本法之

                                                 
84  論者亦指出，「合意書面」於我國法上無明文依據，故我國若欲引進

「合意書面」，宜先立法明定，較為妥適。見邱鼎文，同前註12，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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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書面」或美國法之「合意證詞」，均為我國刑事訴

訟制度所無。 
此外，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而我國

刑事訴訟法中，並無與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當事

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

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相當之規定。

是以，於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之犯罪事實縱經被告

自白，而為檢、辯雙方所不爭執，檢察官仍負有實質舉證

責任，應舉證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存在達無合理懷疑之程

度，始得認定其犯罪事實。是以，日本法上「合意書面之

實際功能，即如同已經達成接近事實之合意」之效果，以

及美國法上「合意事實」即毋庸舉證之作法，亦均為我國

刑事訴訟制度所未採。 

(三)日本「統合偵查報告」、美國「摘要證據」及我國

「綜合證據說明書」之異同 

日本「統合偵查報告」、美國「摘要證據」及我國

「綜合證據說明書」，均為「統整原始證據」後所製作之

文書，並均具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以替

代原始證據之調查；且因原始證據已為該派生證據所替

代，聲請人即可毋庸再就該原始證據向法院聲請調查。而

上開三者之差異如下： 

1.「被整合之原始證據」，是否有數量門檻之限制？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規定，作為「摘要證據」



國民法官案件之書證調查 

235 

基礎證據之文書、錄音或照片，需「數量龐大而不便於法

庭上檢視」。而日本「統合偵查報告」於實務運作上，及

我國「綜合證據說明書」之法條規定裡，則均為未見關於

受整合原始證據之數量門檻要求。 

2. 該統整原始證據之派生證據上，得否記載證據 
評價？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明確定義依該條所製作

之「摘要證據」係原始證據「內容」本身之證明，而作為

原始證據之準確替代，其上不得由提出者記載依該證據內

容所得出之結論、推論等任何包含辯論元素之事項，亦即

不得記載證據評價。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之「統合偵查

報告」，係用以應用於「不爭執事實」之舉證，惟依日本

「裁判員裁判之檢察基本方針」之指示，該「統合偵查報

告書」之記載亦「必須是將數個證據的內容正確地摘要、

抽取後的內容，而不應記載作成者的意見或臆測85。」我

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明文規定「綜合證據說

書」係就足以證明特定不爭執事實之複數文書所為整合，

是其亦係用以證明不爭執事實，而其內容依該條第2項後

段所訂「不得記載當事人、辯護人雙方有爭執之證據評

價」之反面解釋及實務上之意見，認當事人、辯護人雙方

均不爭執之證據評價，即均得記載於上。 

                                                 
85  陳思帆，同前註54，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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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證據說明書」之爭議問題 

我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所訂「綜合證據說

明書」，係取法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之「統合偵查報告

書」；而「統合偵查報告書」之性質，復類於美國聯邦證

據規則第1006條之「摘要證據」。日本法上之「統合偵查

報告書」及美國法上之「摘要證據」，在各自立法體系脈

絡下，均有其解釋適用之依據。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整體規範架構，與日本、美國原均

有差異，而我國於師法他國之際，並未就「綜合證據說明

書」之定性及其於刑事訴訟制度架構中之定位予以昭明，

導致實務上就「綜合證據說明書」之內涵理解及實踐方式

各異；此外亦未釐清適用於他國之作法，於我國恐未必有

法律規範或理論基礎可資支持，導致「綜合證據說明書」

與我國刑事訴訟既存架構體系迭生衝突。 
以下，即自我國「綜合證據說明書」之立法規範及實

務運用出發，自比較法觀點探討「綜合證據說明書」於我

國所生主要爭議問題，俾就我國規範提出修正建議方向。 

一、「綜合證據說明書」兩類型之定性與定位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1項、第2項固規定，

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就其認「足以證明特定不爭執事

實」之複數文書，得整併、簡化其內容，作成「整合其結

果」之文書，且其上應載明被整合之原證據項目暨「忠實

呈現原證據足以證明之事實」，並不得記載當事人、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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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雙方有爭執之證據評價。惟本條規定就「綜合證據說明

書」之記載方式、內容、範圍，並無任何說明或指引。實

務上就本條規定中「整合其結果」及「忠實呈現之原證據

足以證明之事實」之法條文義容有不同理解，致就「綜合

證據說明書」之記載內容究係「原始證據客觀內容摘整結

果」，或兼含「原始證據足以證明之不爭執事實」，亦有

不同操作，洵致我國「綜合證據說明書」於刑事訴訟架構

下之定性及定位，模糊不清。 
我國國民法官案件實務上曾見之「綜合證據說明書」

內容態樣，主要可分為兩種類型，並各有其於我國刑事訴

訟制度下所生之爭議，以下即就此二類型分別介紹，再就

各類型所生相關立法及實務上爭議分論述之。 

(一)實務上「綜合證據說明書」之類型 

1.類型一：記載「原始證據內容摘整結果」 
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整合之結果，即為「原始

證據內容之摘整」（亦即複數原始證據客觀內容之摘要統

整）；其所忠實呈現之原證據足以證明之事實，實即為

「原始證據客觀內容」。類型一之觀點，認「綜合證據說

明書」係記載「複數書證內容整併、簡化結果」之文書，

其目的僅在忠實呈現原始證據之客觀狀態，以作為原始證

據之等效替代；製作者就複數文書證據，整併、簡化出足

以精確反映原始證據客觀內容之摘要，而不參雜證據評

價。「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記載，性質上等同於對各該原

始證據客觀內容之綜合說明。因此，「綜合證據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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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實則為「原始證據客觀內容」之自證，並依上開施

行細則之規定，僅用以證明案件之不爭執事實。 
舉例而言，「綜合證據說明書中」整合證人證述、贓

物認領保管單等原始證據，並說明自各該原始證據中整摘

而出之被害人客觀財產損失種類、金額、數量86，而用以

證明檢、辯雙方均不爭執之被害人財產損失內容，此即屬

類型一之型態。 
 

                                                 
86  實務上曾見之「綜合證據說明書」記載方式，舉例如下：「茲綜合本

案之證據，就被害人張○蘭財產上損失說明如下：一、財產損失：1.
現金損失：新台幣2,000元。2.其他物品損失：(1)女用黑色皮包1個(2)
花旗銀行信用卡1張、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各1張(3)被害人張○蘭國

民身分證、健保卡各1張。二、根據之證據：1.被告徐○明之供述

（107年度模偵字第○號卷1第50頁）2.被害人張○蘭之指述（同上卷

第65頁）3.○○市政府警察局○○分局偵查隊贓物認領保管單（同上

卷第77頁）。」見廖先志，國民法官法系列課程22-檢察官如何進行

有效舉證課程投影片（20201208法官學院如何有效出證-2），法官學

院研習課程，司法院e學網，2020年12月8日，頁10，http://elearning. 
intraj/（最後瀏覽日：2024年4月26日）。於此情形下，該「綜合證據

說明書」上所載「財產損失」之內容，係該3項原始證據內容之客觀

摘錄。日本實務上「統合搜查報告書」亦係相同記載方式，可參見日

本司法研修所刑事裁判教官室編著，社團法人台灣日本刑事法研究學

會（朱朝亮、吳秋宏、林俊言、林裕順、張家維、陳貞卉、葉姿君）

譯，同前註21（頁別39，其記載方式係說明「就被告西村○也因犯殺

人未遂、違反槍砲刀劍類持有等取締法案件，針對被告犯罪所使用之

兇刀形狀及被害人衣服破損情狀況，相關證據整理如下。記：【以下

為原始證據客觀內容之摘整結果，略】。（原證據）【以下為原始證

據項目，略】」；頁別42，其記載方式係說明「就被告西村○也因殺

人未遂、違反槍砲刀劍類持有等取締法案件，針對被害人傷勢狀況，

相關證據整理如下。記：【以下為原始證據客觀內容之摘整結果，

略】。（原證據）【以下為原始證據項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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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類型二：併載「原始證據足以證明之不爭執事實

（證據評價）」 
類型二之觀點，認「綜合證據說明書」既係「『足以

證明特定不爭執事實』之複數證據，其內容簡化結果」，

依立法理由所示，並需「客觀呈現證據得以證明之『待證

事實』」，且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2項「不得

記載當事人、辯護人雙方有爭執之證據評價」之反面解

釋，當事人、辯護人俱無爭執之證據評價，自可記載於其

上。因此，「綜合證據說明書」整合之結果，及其所應忠

實呈現之「原證據足以證明之待證事實」，當即為「原始

證據內容摘整結果，及其經證據評價後所足以證明之『不

爭執事實』」；且該「綜合證據說明書」依國民法官法施

行細則第157條第4項之規定，本身即作為證明其上所載該

「不爭執事實」之獨立實質證據。 
在此類型裡，實務上復有兩種不同之記載方式： 
(1)類型二之1：製作者精確摘整原始證據內容，惟於

摘整內容上添附檢、辯雙方所不爭執之證據評價。例如，

檢、辯雙方對犯罪工具即兇刀1把核屬銳利、該當兇器、

對人體具殺傷力均不爭執，則檢察官以「綜合證據說明

書」整合該兇刀之勘察報告、照片等原始證據，並精確摘

整原始證據對該刀刃之長、寬、特徵之紀錄內容後，於其

上併記載該刀刃係「銳利、該當於兇器且對人體具殺傷力

之刀刃」此一雙方所不爭執事實87。 

                                                 
87  陳思帆，同前註13，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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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類型二之2：製作者直接羅列檢、辯雙方各項不爭

執事實，並條列全數其據以認定該不爭執事實之原始證據

名稱，而以該「不爭執事實」之記載內容作為「原始證據

內容摘整結果」。例如，檢、辯雙方對被告與被害人之關

係、被告犯罪時地及手段、被告犯後動向、被告與被害人

之先前爭執等事實，俱不爭執，檢察官即以「綜合證據說

明書」羅列全數不爭執事實，並條列被告筆錄、證人證

述、現場照片、解剖照片、法醫研究所鑑定書等原始證

據，而該「不爭執事實」之記載即形同「原始證據內容摘

整結果」。惟依該「綜合證據說明書」本身之記載，無從

認何項不爭執事實係對應於何項原始證據之內容；又該不

爭執事實，復屬需對所整合之原始證據，透過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綜合評價後，始可得出之結論，然「綜合證據說

明書」內就各該經整合之原始證據，係經如何證據評價後

始得證明所載之不爭執事實，亦未敘明88。 

(二)不同「綜合證據說明書」類型之規範與實務爭議 

1.類型一：記載「原始證據之摘整內容」 
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記載內容，即係複數原

                                                 
88  例如同前註19所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國模重訴字第1號案件之

「統合證據說明書」，其記載內容即分為「一、事實說明」及「二、

證據」兩部分。其中「一、事實說明」部分，羅列包括被告與被害人

之關係、被告犯罪時地及手段、被告犯後動向、被告與被害人之先前

爭執在內共6項爭執事實；其中「二、證據」部分，則條列被告警詢

及偵訊筆錄、證人警詢及偵訊筆錄、現場照片、被害人屍體解剖照

片、法醫研究所鑑定書、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花瓶碎片、長

褲等共14項書、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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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文書證據內容之摘整。「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製作人，

僅係以文字、圖示或其他適當之方式，記載其就原始證據

客觀存在內容之精確統整摘要。該「綜合證據說明書」，

係原始證據內容之準確替代，其所忠實呈現之「原證據足

以證明之事實」，實係「原始證據客觀存在之內容」本

身。是以，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實為其所整合

「原始證據客觀存在內容」之自證，其型態與作用均與美

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之規範內容相似。因此，類型一

「綜合證據說明書」於我國國民法官法制度下，即會面臨

其適用範圍當否及「綜合證據說明書」證據評價方式之爭

議，以下分別論述。 
(1) 「綜合證據說明書」待證事實限於「不爭執事實」

之必要性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1項，明文規定「綜合

證據說明書」所整合之原始證據，係「足以證明特定不爭

執事實」之文書，而實務上亦認「綜合證據說明書」係用

於「證明不爭執事實」。 
惟於我國國民法官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範體系裡，

「證據」本身係不具評價性質之客觀存在；至於證據對

「爭執事實」或「不爭執事實」之證明，則均屬「證據評

價」之結果89。亦即，證據能否證明特定爭執或不爭執事

                                                 
89  此觀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04條其立法理由，強調證據調查程序

中「說明證據之內容」與「提出一方之意見與評價」係二分概念，亦

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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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證據評價之結果，而非證據之本質。是以，類型一

「綜合證據說明書」所證整合之原始證據，本質上既為不

具評價性質之客觀存在；而該「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受

整合原始證據內容之準確替代，其本身自亦並未、且亦不

得包含任何證據評價在內，是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

所得整合之原始證據，原無僅限於「足以證明特定不爭執

事實」之複數文書之必要。因此，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

書」本質上實與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相同，可運用

於整合複數可為證據之文書，而就該獨立存在之「綜合證

據說明書」此一客觀證據，原得逕由檢察官、辯護人各依

己方對該證據所為之證據評價，用以證明不爭執事實或爭

執事實90。基此，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所預設之態

樣，倘即為類型一之「綜合證據說明書」，則其條文規定

「綜合證據說明書」整合對象為「足以證明特定不爭執事

實」之文書，並認其適用場景為「證明不爭執事實」，即

有過度限縮「綜合證據說明書」適用空間之憾。 
綜上，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之內容，其性質上

實為「原始證據客觀存在內容」之自證；該「綜合證據說

                                                 
90  舉例而言，檢、辯雙方就被告於特定期間內與證人甲之間之通訊監察

譯文，其證據能力俱不爭執。檢、辯雙方對於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被告

於特定期間內與證人甲之通話內容，均不爭執（不爭執事實）；惟雙

方就被告與證人甲之通話內容是否係談論犯罪謀議一事，有所爭執

（爭執事實）。斯時，檢察官得就檢、辯雙方俱不爭執證據能力之通

訊監察譯文客觀內容為摘要統整，製作「被告於特定期間內與證人甲

之通話內容」之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而該「綜合證據說明

書」即得用以證明前開不爭執事實及爭執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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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欲「呈現」（證明）者，實係「原始證據之內容本

身」。是倘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原先預設之「綜

合證據說明書」即為類型一之態樣，則其規範模式實宜採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摘要證據」之規範方式，明

訂「就可為證據之文書、錄音或照片之『內容』，得以提

出摘要、圖表或計算結果之方式『證明之』」即可，以彰

顯該「綜合證據說明書」僅係用以自證、替代複數原始證

據所客觀呈現內容之真意91；此外，由於「綜合證據說明

書」僅為原始證據之準確替代，而無涉證據評價，是應參

考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之要件，就國民法官法施行

細則第157條第2項後段修正為「並不得記載當事人、辯護

人雙方之證據評價」，明文禁止於「綜合證據說明書」上

為任何證據評價之記載，至該「綜合證據說明書」究能證

明何爭執、不爭執事實，則由檢察官、辯護人於辯論階段

時各自主張；最後，亦應刪除所整合之原始證據限於「足

以證明不爭執事實」之書證，及「綜合證據說明書」僅得

用以「證明不爭執事實」之意旨，以還原「綜合證據說明

書」本質上可資適用之空間。 
(2) 「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證據評價 
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所整合之原始證據是否具

                                                 
91  另亦可將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1項修正為：「檢察官、辯護

人及被告就可為證據之複數文書，其證據內容俱不爭執者，得整理、

合併及簡化其內容後，作成整合其結果之文書，並聲請法院調查

之。」以彰顯「綜合證據說明書」所呈現者，係檢、辯雙方俱不爭執

之複數原始證據客觀內容統整結果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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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及同一性，該「綜合證據說明書」是否準確反映原

始證據之內容，於實務上係藉由檢、辯雙方之同意或不予

爭執而為認定。然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本身是否確

實準確反映原始證據內容一事，倘嗣於審判中有所爭議

者 ， 聲 請 調 查 之 一 方 自 應 提 出 證 據 以 證 明 之 ， 原 不 待  

言92。 
至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所呈現之原始證據項目

及其摘整內容，是否足以證明檢、辯所主張之特定不爭執

事實，則仍應由國民法官法庭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獨立為證據評價以認定。舉例言之，倘於某案件中被害人

財產損失為「新臺幣2萬元、肩背包1個、萬用手冊1本」

之事實，為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所俱不爭執，檢察官並

以內容記載為「關於被告所涉犯之強盜使人受重傷案件，

依據各關係證據，關於被害人之財產被害事項彙整如下：

一、關於財產上被害：新臺幣2萬元、肩背包1個、萬用手

冊1本。二、原證據項目：1.被害人報案紀錄；2.被害人警

詢證述93。」之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證明上

開不爭執事實之實質證據。此時，國民法官法庭仍應本於

                                                 
92  在美國法上，針對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之「摘要證據」，有認得以

負責製作該摘要證據之人為證人（summary witness）接受交互詰問，

以建立該摘要內容準確性之基礎。See § 11:110. What is a summary 
witness?, LARSEN, supra note 56, § 11:110 (2023 ed.), see also § 1006:1 
Rule 1006: summaries to prove content, 8 Handbook of Fed. Evid. § 
1006:1 (9th ed.).  

93  本例「綜合證據說明書」記載內容，簡化改寫自三井誠、酒巻匡著，

陳運財、許家源譯，同前註32，頁38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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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就該「綜合證據說明書」內容之記

載，暨綜合全案證據後，獨立評價是否足以認定上開不爭

執事實，而非必然應依該「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記載，而

就其所待證之不爭執事實逕認屬實94。 

2. 類型二：併載「原始證據足以證明之不爭執事實

（證據評價）」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04條就審判期日之證據調查

方式，規定「當事人、辯護人依本法第74條至第76條規定

說明證據之內容，宜注意避免涉及己方之意見或評價。但

當事人、辯護人雙方不爭執之事項，不在此限。」其立法

理由並說明「當事人、辯護人依本法第74條至第76條規定

說明物證、書證等證據之內容，如以夾敘夾議方式，夾帶

己方之意見或評價，甚至結合其他證據後自身對該等證據

證明力所為之判斷，難免發生重複辯論之疑慮……，但如

當事人、辯護人雙方已不爭執之事項，本可以簡明方式論

述己方待證事實，故不受此限制，自不待言。」而論者亦

指出，「文書、物證之『調查方式』，各為宣讀或告以要

旨及提示辨認，其證據調查程序僅在呈現該文書、物證之

客觀存在事實。至各該文書、物證之存在，究竟能否證明

何種待證事實，除所待證之事實為雙方所不爭執者以外，

核屬檢、辯雙方於辯論階段之證據評價問題，而非文書、

物證調查程序所得處理。……也因此，於文書、物證調查

                                                 
94  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就檢察官、辯護人以「綜合證據說明書」主

張證明之不爭執事實，是否當逕認屬實之討論，可參見後註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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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聲請人原僅得陳述文書、物證之客觀內容，而不得

一併依據證據內容推論其爭執事實95。」 
由此可知，檢、辯雙方於證據調查程序中「說明證據

之內容」，與其「主張證據所得證明之待證事實」，係屬

二事。檢、辯於證據調查程序中，僅得說明、呈現該證據

之客觀存在事實，亦即證據客觀存在之內容、狀態；至於

各 該 證 據 究 否 及 如 何 證 明 「 不 爭 執 事 實 」 或 「 爭 執 事

實」，均屬「證據評價」之問題，亦即檢察官、辯護人對

各該證據得為如何評價之「主張」，而並非證據。國民法

官法施行細則第204條規定，雖允許檢察官、辯護人於調

查證據階段，針對雙方不爭執事實，得「以簡明方式論述

己方待證事實」，惟此僅屬訴訟程序上之便宜措施，並未

變更檢、辯就證據所為「評價」，仍僅為當事人主張之性

質。而檢察官、辯護人就特定證據是否得以證明爭執、不

爭執事實之主張，亦均不拘束國民法官法庭，國民法官法

庭仍應本諸本身對證據證明力之評價，而為事實之認定。 
是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所預設規範之類

型，倘為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亦即容許檢察官、

辯護人或被告於該「綜合證據說明書」上，除記載原始證

據之摘整內容外，尚可一併附記檢、辯雙方對該證據所主

張、彼此互不爭執之證據評價（亦即雙方認該原始證據所

足以認定之不爭執事實），並可逕以該「綜合證據說明

                                                 
95  文家倩，國民法官法中一審之證據調查，裁判時報，119期，2022年5

月，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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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身作為證明其上所載「不爭執事實」之實質證據，

此當即與我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有所扞格，而恐有窒礙，

以下分論述之。 
(1) 記載內容混淆「證據」與「主張（證據評價）」 
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上，檢察官、辯護人除載

明其所整合之原始證據內容外，另表述其「認該證據足以

證明特定不爭執事實」之證據評價。然如前述，檢、辯對

被整合之原始證據究否以及如何證明特定不爭執事實之意

見，均僅係檢察官、辯護人之「主張」，原非得作為認定

待證事實存否所用之實質證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57條第4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表明同意「綜合證據說

明書」作為證據，經法院審酌後認為適當者，即得以之作

為本案實質證據使用。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在此規

定下，即經由檢、辯雙方之合意，取得獨立實質證據之地

位，其中原僅具「檢、辯主張」性質之內容，將因此轉化

而為具實質證據性質，造成檢、辯實係「以本身就何證據

足以證明何不爭執事實之主張，作為證明該不爭執事實之

證 據 」 ， 從 根 本 上 混 淆 了 「 證 據 」 與 「 主 張 （ 證 據 評

價）」之分野，法理上恐難以自圓其說。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2項，認「綜合證據說

明書」得記載檢、辯不爭執之證據評價，實務上並認得以

類型二方式記載，究其原因，當係受其制度原型亦即日本

裁判員審判實務上，就「統合偵查報告書」係用以作為不

爭執事實舉證之影響。惟觀諸日本學界及實務就「統合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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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報告書」所提出之製作範例觀之，「統合偵查報告書」

所呈現之內容，實為檢、辯雙方所不爭執之「證據客觀存

在狀態／內容」，亦即「證據所客觀呈現之事實」，例如

遭強盜之財產數額及種類、被害人就診時序紀錄96、兇刀

刀刃形狀、被害人所穿上衣破損情況、被害人傷勢情形及

傷勢位置等等97，而並未包含檢察官就各該證據所為之意

見（證據評價）。此記載方式，亦符於前述日本「裁判員

裁判之檢察基本方針」所稱「統合偵查報告書」就「原始

證據內容的抽取應正確」且「記載內容不應摻雜製作者的

意見與臆測」之要求98。是以，日本「統合偵查報告書」

係用以作為不爭執事實之舉證99，固無疑問，惟我國類型

二「綜合證據說明書」允許檢、辯於其上逕予記載檢、辯

不爭執之證據評價此一記載方式，是否為日本裁判員審判

實務上之「統合偵查報告書」所採，顯有疑義。 
此外，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03條就「輔助說明資

料」之規範裡，允許當事人、辯護人得以適當方式「摘要

                                                 
96  三井誠、酒巻匡著，陳運財、許家源譯，同前註32，頁381-382。 
97  日本司法研修所刑事裁判教官室編著，社團法人台灣日本刑事法研究

學會（朱朝亮、吳秋宏、林俊言、林裕順、張家維、陳貞卉、葉姿

君）譯，同前註21。 
98  而此「就『原始證據內容的抽取應正確』且『記載內容不應摻雜製作

者的意見與臆測』」之要求，實與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摘要

證據」之要件一致。 
99  亦即，此時「綜合證據說明書」上所載複數原始證據經摘整後所呈現

之客觀內容，與檢、辯主張之特定不爭執事實一致，而以該「綜合證

據說明書」作為證明該特定不爭執事實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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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內容」以輔助其說明證據，惟不得記載對證據之評

價，否則即有「混淆『主張』與『證據』」之疑慮」，至

於辯護人、當事人所不爭執之證據評價，雖得記載於上

（例如以對照方式記載本案之不爭執事實與相關之證據項

目），惟此僅係當事人進行原則下之便宜措施，而未更易

「主張」與「證據」二分之本質；另，該「輔助說明資

料」不得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203條就「輔助說明資料」之規範內容，與同細則第157條

就「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規範內容相互參照，更足見我國

就「綜合證據說明書」定性、定位之模糊。 
對比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203條就「綜合

證據說明書」與「輔助說明資料」之規範，兩者同樣允許

檢、辯製作「證據內容摘要」以說明證據內容，並允許製

作者得於其上記載「不爭執之證據評價」（亦即製作者主

張證據所得證明之不爭執事實）。在兩者客觀記載內容幾

可別無二致之情況下，何以在「輔助說明資料」之規範

裡，強調檢、辯於其上針對己方主張證據足以證明特定不

爭執事實之證據評價記載，仍僅為己方之「主張」，而不

得作為實質證據，「證據」與「主張」兩者概念嚴謹區

分；惟於「綜合證據說明書」之情況，附麗於其上所載屬

檢、辯證據評價「主張」之內容，即容許其可因檢、辯雙

方同意以該「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實質證據，而隨之取

得實質證據性質，置「主張」與「證據」概念混淆之風險

於不顧？兩者間之規範衝突，顯更凸顯作為實質證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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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上，允予記載檢、辯證據評

價之爭議。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得作為實質證據使用之

「摘要證據」，與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之「教學性工具」，

兩者最主要區別，即係「摘要證據」上不得由提出者以其

就證據所得之結論進行註解，以避免該證據摘要內包含辯

論元素；而「教學性工具」則容許於適當程度內，以標題

或描述等方式，反映提出者基於基礎證據所為之推論或結

論。而美國法上之「摘要證據」，實即類同於前述類型一

「綜合證據說明書」；「教學性工具」，即為我國國民法

官法施行細則第203條「輔助說明資料」，兩者涇渭分

明，合併運用即可達減少出證數量、提升審判效率之目

的，且不致發生「主張（證據評價）」與「證據」混淆之

疑慮。 
是以，我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所預設之態

樣，倘實係類型二之「綜合證據說明書」，該規範之適當

性及必要性與否，即容有檢討空間。 
(2)恐生「合意事實」之效果 
刑事訴訟程序中，檢察官、辯護人就特定證據得以證

明爭執、不爭執事實所為之證據評價主張，對法院並無拘

束力，法院仍應本諸證據，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對證據

證明力自為評價，而為事實之認定，此原則於適用國民法

官法之案件中，並無不同。是以，國民法官法庭就檢察

官、辯護人所提出之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此一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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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原仍應自為證據價值之判斷，以認定是否確足證明

檢察官、辯護人於其上所主張之不爭執事實。 
惟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上，除被整合原始證據

之摘整內容外，既容許檢、辯於其上直接記載其「認證據

足以證明之特定不爭執事實」，該「綜合證據說明書」並

得作為證明該不爭執事實之實質證據，則其上關於「證

據」與「證據評價」之明示，是否產生影響或削弱國民法

官對「綜合證據說明書」所呈現證據內容為獨立證據價值

判斷之效果，即值關注。此外，「綜合證據說明書」屬前

述「類型二之2」者，倘檢察官、辯護人已撤回原始證據

之證據調查聲請，則國民法官法庭更將面臨「『綜合證據

證明書』上所載之不爭執事實，是否當逕認定為真」之爭

議。類型二之2「綜合證據說明書」上所載「不爭執事

實」，係檢、辯雙方依被整合之原始證據綜合評價後之合

意結果，國民法官法庭於無從得知檢、辯究係如何依何項

原始證據推論何特定不爭執事實，而就檢、辯證據評價脈

絡無從掌握，且檢察官、辯護人就該不爭執事實復未提出

其他證據供國民法官法庭審認之情況下，國民法官法庭現

實上恐別無推翻檢察官、辯護人合意認定之「不爭執事

實」之方式，從而實質上或將形成「檢、辯雙方合意之不

爭執事實，即被認定為真」之「合意事實」效果。 
而如前述，美國法上承認「合意事實」，是倘檢、辯

雙方就特定事實之存在，均不爭執而達成合意，該事實即

可被逕認為已獲證明，舉證之一方無庸再提出證據，且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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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團亦受該「合意事實」之拘束，而應認定該事實已被證

明存在。是以，「合意事實」之效果，於美國法上有其依

據，且此時甚且毋庸討論就該合意事實之舉證問題。另如

前述，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有「同意書面」之規範，

日本學界認「同意書面」為對質詰問權之實質放棄，同意

方不得再對該書面或陳述之證據證明力為爭執，而「綜合

證據說明書」性質上係「同意書面」類型之一，就「綜合

證據說明書」之證據證明力評價，要非不得為相同理解，

亦即檢、辯雙方就該「統合偵查報告書」之證據證明力容

有不予爭執之意涵；再如前述，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7條

另有「合意書面」之規範，日本學說上亦有該條規定係來

自於美國證據法上「Stipulation」之說法，而日本法上之

「合意書面」固未排除當事人對於該書面爭執其證明力，

惟學者亦指出，實務上「合意書面」所呈現之事實，於無

反對證據出現之前提下，推定即可依該證據認定事實，其

實際功能已達接近事實之合意。而「統合偵查報告書」於

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向被認為實質功能與「合意書

面」相同，兩者僅在製作人與聲請證據調查之人究為檢察

官一方或檢、辯雙方等程序事項上有所差別。是以，在日

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以「綜合證據說明書」出證，縱實

質上對檢、辯雙方產生證據證明力之拘束力，乃至產生等

同於「合意事實」之效果，在日本刑事訴訟法及實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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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脈絡下，仍非全無得以解釋、接受之基礎100。 
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明定「犯罪事實

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101。」刑事訴

訟程序中，當事人、辯護人所爭執及不爭執之事實，俱應

依證據認定之。我國刑事訴訟法、國民法官法之規範裡，

亦均未採「合意事實」之概念，是縱為檢、辯雙方所不爭

執之事實，亦無「依雙方合意即逕認屬實」之空間。是

以，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容許檢、辯於其上記載雙

方不爭執之事實，該「綜合證據說明書」並即得作為認定

其上所載不爭執事實之實質證據，然此舉證方式非僅有可

能對國民法官法庭產生事實認定之暗示效應，影響或削弱

                                                 
100 「對統合偵查報告所記載的內容能否直接認定屬實一事，日本實務經

驗中亦有裁判員於評議時就此提出疑問的實例。此問題的本質其實是

辯論主義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得採納程度的問題，亦即當事人不爭執的

事實，法院能否逕認為真。裁判官西田真基說明其經驗，如能適當向

裁判員解釋不爭執的事實亦須有證據證明，而統合偵查報告是【當】

事人雙方無爭執的事實，辯護人接受證據開示後，基於其結果與被告

一同檢討證據後表達統合偵查報告的內容如同實際情形的意見，裁判

員也多能接受、理解。」（引文中【當】為筆者註記，原文為

「告」，惟此應係原文別字，於此敘明），見黃佳彥，同前註15，頁

77-78。另黃佳彥於同前註15，頁78（註31）中，說明上開引文內容

係參考自西田真基，証拠調べの在り方──裁判の立場から，收於：

刑事手続の新展開（下），2017年9月，頁224。 
101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定有「協商程序」，惟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

項第5款亦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協商判決：五、

法院認定之事實顯與協商合意之事實不符者。」是以，法院仍應本於

卷內證據認定事實，遇有協商合意事實與法院認定事實不符者，仍不

得為協商判決，是要非可認刑事訴訟法立有協商程序之規範，即認我

國刑事訴訟制度已採「合意事實」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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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對「綜合證據說明書」原應獨立為證據價值判斷

之職能，更無從排除於前述特定情境下，產生為我國刑事

訴訟制度所不予承認之「合意事實」效果。 
綜上，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所預設之態樣，

倘為類型二之「綜合證據說明書」，考量其與我國現行刑

事訴訟所產生之扞格之處，其適當性恐即需再為檢討。 

二、原始證據宜否有「數量龐大」之門檻限制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1項，僅規定檢、辯或

被告認為「複數可為證據之文書」足以證明特定不爭執事

實者，即可整併其內容而製作「綜合證據說明書」此一派

生證據，以此作為實質證據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並撤回

原證據之證據調查聲請，惟就受整合之「複數文書證據」

性質、數量，並無任何限制，此與「統合偵查報告書」於

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之情形相同，而與美國聯邦證據規

則第1006條「摘要證據」作為實質證據之前提，係「作為

基礎證據之文書、錄音或照片，需『數量龐大而不便於法

庭上檢視』」相異。是以，倘被告就客觀犯罪事實均不爭

執，但據以證明被告各該客觀犯罪事實之文書證據實亦並

不繁雜，而無何非透過整併之方式無法呈現於法庭之情

況，依我國上開施行細則之規定，顯仍未排除檢、辯雙方

得以「綜合證據說明書」之方式出證。 
然而，我國刑事訴訟實務向所遵循之「最佳證據原

則」（原件必要性原則），於國民法官案件中未有改變；

國民法官法及其施行細則之整體制度設計，仍以使國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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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法庭能藉由審判庭之審理活動，踐行直接審理、言詞審

理，親自對證據「眼見耳聞」形成心證為原則。而國民法

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引入「綜合證據說明書」此一作法

之初衷，參照該條立法理由所示，原意在有效簡化證據調

查，減少調查證據之數量與內容，其目的無非係為促進審

判效率、減輕國民法官負擔。是以，在待證事實及用以證

明各該待證事實之原始證據均屬簡明，縱以原始證據提出

於法院調查，亦無礙訴訟程序效率、無累於國民法官負擔

之情況下，實無仍允由檢、辯雙方以「綜合證據說明書」

出證之必要。基此，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綜合

證據說明書」之立法，宜兼採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

「摘要證據」之原始證據數量門檻限制，以兼顧國民法官

制度直接審理及審判效率之雙重要求。 

三、被告作為製作主體之適當性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

辯護人或『被告』認為複數可為證據之文書足以證明特定

不爭執事實，得整理、合併及簡化其內容後，作成整合其

結果之文書，並聲請法院調查之。」是依該條規定，被告

本人亦得為「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製作主體。惟檢察官或

辯護人倘欲各以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證明對被

告不利或有利事實之證據者，原由檢察官或辯護人各自製

作並向法院聲請調查即可，並無由被告本人製作提出之必

要。 
再如前述，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定「被告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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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

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是以，被告之自

白，需以自白以外之其他補強證據為佐證。「綜合證據說

明書」作為認定待證事實之實質證據之一，本身即應為獨

立於被告自白以外之證據。而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

之記載內容，於其係被告本人所製作之情況下，即為被告

就其本身所坦承之不爭執事實，自行整合、記載其認足以

證明該特定不爭執事實之原始證據。是以，被告於「綜合

證據說明書」上自述之不爭執事實，若即為本案犯罪構成

要件事實，該「綜合證據說明書」整體性質上即無非相當

於被告自白。於此情形下，倘再以該「綜合證據說明書」

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實質證據使用，則恐即產生「以

被告自白補強被告自白」之謬誤，而與上開刑事訴訟法之

規定相違。因此，在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得獨立作

為證明不爭執事實之實質證據之情況下，允許被告作為

「綜合證據說明書」製作主體，於我國刑事訴訟法之體系

脈絡，恐有未洽。 
況且，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立法理由，明文

揭示「綜合證據說明書」取得證據能力之依據，為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傳聞例外之規定。是以，「綜合證據說明

書」係作為「被告以外之人」之審判外陳述書面，透過當

事人同意作為證據，而取得證據能力。惟於我國刑事訴訟

法，被告本身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非屬傳聞證據，而無傳

聞法則或傳聞例外之適用。是以，承認被告本身亦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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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證據說明書」之製作主體，原與該條規範所立基之

法理基礎互不兼容。 
基此，我國雖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規定引

入「綜合證據說明書」之作法，惟倘認「綜合證據說明

書」製作主體亦包括被告本人，則於現行國民法官案件實

務之「綜合證據說明書」兩種類型態樣上，或不具必要

性，或違反被告自白補強證據必要性之要求，亦無從解釋

「綜合證據說明書」取得證據能力之法理基礎（亦即傳聞

例外）如何適用於被告本人所製作而非屬傳聞證據之「綜

合證據說明書」，而應予檢討。 

伍、國民法官制度「綜合證據說明書」

之立法檢討與建議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綜合證據說明書」，

係師法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之「統合偵查報告書」，而

日本「統合偵查報告書」向被認為與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

1006條之「摘要證據」性質相似。日本「統合偵查報告

書」與美國「摘要證據」，在各自刑事訴訟制度立法體系

脈絡下，均有其解釋適用之依據。惟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架

構，原與日、美有所差異，而我國就「綜合證據說明書」

之具體內涵，於規範上並無明確指示、說明，導致實務上

就「綜合證據說明書」之理解及實踐各異，而產生類型一

「記載原始證據之摘整內容」、類型二「併載原始證據足

以證明之不爭執事實（證據評價）」之不同類型態樣，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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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適用要件、範圍、製作主體等層面均生疑義，洵致

「綜合證據說明書」之存在與我國刑事訴訟制度體系多所

扞格。以下，即依本文肆、之分析，就我國「綜合證據說

書」之規範內容及實務作法，提出綜合修正建議。 

一、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之採用與修正 

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之「統合偵查報告書」，及與

其性質相類之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所訂「摘要證

據」，兩者均係原始證據之準確替代，並作為實質證據使

用。美國法上之「摘要證據」，其記載需精確反映原始證

據之內容，且不得由提出者記載依該證據內容所得出之結

論、推論等任何包含辯論元素之事項，亦即不得記載證據

評價；日本實務上之「統合偵查報告」，依日本「裁判員

裁判之檢察基本方針」之指示，其記載「必須是將數個證

據的內容正確地摘要、抽取後的內容，而不應記載作成者

的意見或臆測」，且依日本學界及實務就「統合偵查報告

書」所提出之製作範例觀之，「統合偵查報告書」所呈現

之內容，實亦均為「證據客觀存在狀態／內容」（亦即

「證據所客觀呈現之事實」）。是以，美國法上之「摘要

證據」及日本實務上之「統合偵查報告書」作為認定待證

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均各有不得於其上記載製作人證據

評價、證據意見之原則或指引規範，其目的即在避免「證

據」與「主張」（證據評價）混淆之情形。我國國民法官

法施行細則第157條之「綜合證據說明書」，既係師法日

本實務上「統合偵查報告書」作法而來，而「統合偵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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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書」復與美國法上「摘要證據」性質類似，則我國國民

法官案件實務上所發展之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書」，其

作為受整合原始證據內容之準確替代，且記載內容並未包

含任何證據評價在內，而與前述「統合偵查報告書」及

「摘要證據」相近之型態，當方為符於國民法官法施行細

則第157條規範目的之態樣。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1項之規定，倘以類型

一之「綜合證據說明書」為規範對象，則其法條用字及適

用情境，當亦應隨之修正調整。於我國國民法官法及其施

行細則之規範體系裡，「證據」本身係不具評價性質之客

觀存在；證據對「爭執事實」或「不爭執事實」之證明，

則均屬「證據評價」之結果 。「綜合證據說明書」所證整

合之原始證據，本質上既為不具評價性質之客觀存在，即

無所謂「綜合證據說明書」所整合者，需為「足以證明特

定不爭執事實之文書」之情況；此外，「綜合證據說明

書」本身作為替代原始證據之獨立實質證據，其上自亦不

得記載任何證據評價（包括檢、辯爭執或不爭執之證據評

價），以避免「證據」與「主張（證據評價）」之混淆。

類型一之「綜合證據說明書」，實僅需整合複數原始證據

文書，並忠實整現該複數原始證據足以呈現之客觀事實、

狀態、內容即可。至該「綜合證據說明書」所摘整之原始

證據內容，究否得以證明何項爭執或不爭執事實，則均屬

證據評價之範疇，而與該原始證據及「綜合證據說明書」

之證據本質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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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第1項：「檢察

官、辯護人或被告認為複數可為證據之文書『足以證明特

定不爭執事實』，得整理、合併及簡化其內容後，作成整

合其結果之文書，並聲請法院調查之。」中，關於綜合證

據說明書所得整合者，當係經證據評價後認「足以證明特

定不爭執事實」之原始證據之用語；及同條第2項：「前

項情形，應載明被整合之原證據項目，且注意忠實呈現原

證據足以證明之事實，並不得記載當事人、辯護人雙方有

爭執之證據評價。」中，僅禁止記載當事人、辯護人雙方

有爭執之證據評價（亦即允許記載不爭執之證據評價）之

規範，均混淆「證據」與「主張（證據評價）」之概念，

而應予刪除、修正。 
綜上，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之立法方式，為

昭明其規範對象為類型一之「綜合證據說明書」，實可參

考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06條「摘要證據」之文字用語，

明訂「就可為證據之文書、錄音或照片之『內容』，得以

提出摘要、圖表或計算結果之方式『證明之』」即可，以

彰顯該「綜合證據說明書」僅係用以自證、替代複數原始

證據所客觀呈現內容之真意；抑或可就原條文內容，酌予

修正為：「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可為證據之複數文

書，其證據內容俱不爭執者，得整理、合併及簡化其內容

後，作成整合其結果之文書，並聲請法院調查之。」以彰

顯「綜合證據說明書」所呈現者，係檢、辯雙方俱不爭執

之複數原始證據客觀內容統整結果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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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國民法官制度設計，仍以使國民法官法庭

能藉由審判庭之審理活動，踐行直接審理、言詞審理，親

自對證據「眼見耳聞」形成心證為原則。而國民法官法施

行細則第157條引入「綜合證據說明書」此一作法之初

衷，原意在有效簡化證據調查，減少證據調查之數量與內

容，以促進審判效率、減輕國民法官負擔。是以，在待證

事實及用以證明各該待證事實之原始證據均屬簡明，縱以

原始證據提出於法院調查，亦不致不當妨害訴訟效率或加

重國民法官負擔之情況下，實無再允由檢、辯雙方以「綜

合證據說明書」出證之必要。基此，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

第157條「綜合證據說明書」之立法，宜兼採美國聯邦證

據規則第1006條「摘要證據」之原始證據數量門檻限制，

以兼顧國民法官制度直接審理及審判效率之雙重目的。 

二、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應不予准許 

類型二之「綜合證據說明書」，容許檢察官、辯護人

或被告於該「綜合證據說明書」上，除記載原始證據之內

容摘要外，尚可一併附記檢、辯雙方對該證據所主張、彼

此互不爭執之證據評價（亦即雙方認該原始證據所足以認

定之不爭執事實），並可逕以該「綜合證據說明書」本身

作為證明其上所載「不爭執事實」之實質證據，此恐造成

「證據」與「主張（證據評價）」相互混淆，並有產生法

所未容之「合意事實」效果之虞，而不宜採用。 
如前所述，檢、辯對於被整合之原始證據究否以及如

何證明特定不爭執事實之意見，均僅係檢察官、辯護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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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證據評價）」，而與「證據」本身截然二分。

檢、辯之「主張」，原非得作為認定待證事實存否之實質

證據。「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獨立實質證據，倘其中允

予記載檢、辯對於原始證據足以認定何不爭執事實之證據

評價，則無異於允許檢、辯「以本身就何證據足以證明何

不爭執事實之主張，作為證明該不爭執事實之證據」，自

根本上混淆了「證據」與「主張（證據評價）」之分野，

而與法理有違。 
此外，檢察官、辯護人就特定證據得以證明爭執、不

爭執事實所為之「主張（證據評價）」，對國民法官法庭

並無拘束力，國民法官法庭仍應本諸經驗法則、論理法

則，對該證據之證明力自為評價，而為事實認定。「綜合

證據說明書」上倘允許檢、辯記載對於原始證據之證據評

價結果（亦即原始證據足以認定之不爭執事實），恐將產

生影響或削弱國民法官對「綜合證據說明書」所呈現證據

內容為獨立證據價值判斷之效果。抑且，於「綜合證據說

明書」上所載「不爭執事實」，倘係檢、辯雙方就複數被

整合之原始證據，為綜合證據評價後之合意結果（如前述

類型二之2），則國民法官法庭於無從得知檢、辯證據評

價脈絡，而檢察官、辯護人就該不爭執事實復未聲請調查

其他證據之情況下，國民法官法庭現實上恐別無推翻檢察

官、辯護人合意認定之「不爭執事實」之方式，從而實質

上形成「檢、辯雙方合意之不爭執事實，即被認定為真」

此 一 於 我 國 刑 事 訴 訟 法 制 上 並 未 採 納 之 「 合 意 事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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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基此，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書」之存在，與我國刑

事訴訟基本原則有所扞格，而不應准許。 

三、被告作為「綜合證據說明書」製作主體之檢討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57條立法理由，明文揭示

「綜合證據說明書」取得證據能力之依據，為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傳聞例外之規定。是以，「綜合證據說明書」

係作為「被告以外之人」之審判外陳述書面，透過當事人

同意作為證據，而取得證據能力。惟於我國刑事訴訟法，

被告本身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非屬傳聞證據，而無傳聞法

則或傳聞例外之適用。是以，承認被告本身亦得為「綜合

證據說明書」之製作主體，原與該條規範所立基之法理基

礎互不相容。 
此外，檢察官、辯護人各欲以類型一「綜合證據說明

書」作為證明對被告不利或有利之犯罪事實之證據者，原

由檢察官或辯護人各自製作並向法院聲請調查即可，並無

由被告本人製作提出之必要。而類型二「綜合證據說明

書」之記載內容，於其係被告本人所製作之情況下，即為

被告自述其本身所坦承之不爭執事實（被告自白之犯罪事

實），並整合、記載其本身認為何種原始證據足以證明該

不爭執事實之主張，其整體性質上無異於被告自白。以該

「綜合證據說明書」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實質證據使

用，則恐即產生「以被告自白補強被告自白」之謬誤。 
是以，以被告作為「綜合證據說明書」製作主體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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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於前述國民法官案件實務上「綜合證據說明書」之兩

種類型，或不具必要性、或違反被告自白補強證據必要性

之要求，且更有與該條立法理由所述「綜合證據說明書」

據以取得證據能力之法理基礎未符，而恐需再為檢討。 
國民法官制度，為落實集中審理、促進審判效率進

行，以儘量減輕國民法官負擔之意旨，並兼顧證據調查程

序對公平正義之維護、實體真實之發現，而於國民法官法

施行細則第158條、第157條，分別規定「書證節本」與

「綜合證據說明書」兩種派生證據類型，並明文其得作為

實質證據使用，殊值贊同。惟就「綜合證據說明書」之定

性及其於刑事訴訟制度架構中之定位，乃至於「綜合證據

說明書」之記載方式、內容、範圍，恐仍須再細查其所師

法之日本裁判員審判實務上「統合偵查報告書」及與之相

類之美國聯邦證據法上「摘要證據」之規範方式及實際作

法，通盤檢視各該作法於各國刑事訴訟體系脈絡下之存在

基礎及法理解釋，並以我國刑事訴訟及國民法官制度之規

範脈絡為本，而為符合我國法律體系架構之調整，方可有

效實踐上開立意良善之立法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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